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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府律師制度的建制是法務部的施政目標，如依法務部施政計劃中的說明，法務部對政府律師之定義，係指具「律師資格之公務員」，政府律師的職務內容則係「對外代表所任職之公務機關執行律師職務」。惟國內公務員和律師在法律體制上各有不同的規範，甚至有出現杆格，互不相容的情形，因此在法制面應如何調和的確須大費思量，因此了解先進國家，尤其是號稱律師治國的美國在關於政府律師的運作情形即有參考的必要。本報告首先從美國政府律師概況當中探討政府律師的意義，以做為本報告研討範圍的標準。有了基準之後，本報告分別對美國政府律師的組織架構、資格的取得、工作職務內容、相關職業倫理規範及懲戒做有系統的研討，並從實務及學說上曾出現被討論過的問題，以了解美國政府律師運作的全貌及該制度在實踐上有何利弊得失。最後在結論建議當中，嘗試從對美國政府律師制度的研究所得，提出我國在建置政府律師制度相關問題的評估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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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律師制度之研究

1、 前言

1、 研究緣起

鑑於國內律師錄取人數逐年增加，政府機關內具有律師資格之公務員不在少數，但礙於律師法、公務員服務法之相關規定，這些具有律師資格之公務員，並不能登錄律師執業。在其所服務之機關如有涉訟案件時，該機關並不能委請這些對該訟案業務嫻熟之公務員代表機關出庭，反須委請外界民間之執業律師代表機關，在委託時不僅須受政府採購法的限制，且受委任的律師對該訟案之業務亦不如公務員嫻熟，個案的專業能力的勝任上，亦可能不如具律師資格之公務員，故為免人力之重疊浪費，法務部乃將政府律師制度之建立列入九十四年度之施政計劃。

然則，如將政府律師定義為係具有公務員資格的律師，不僅具備公務員資格，且須通過律師考試，加入律師公會登錄取得律師執業執照，取得律師執業資格才可稱為政府律師。果係如此，則在我國要設置政府律師將是一項非常有挑戰性的工作。蓋在我國，律師與公務員不管在考試、資格的取得、任用、職業責任不僅各有一套體系，甚至出現抵觸互不相容的困境，如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公務員既不得兼職，當然不得兼任律師，則在我國法律體系內應如何建立政府律師制度？其次，公務員及律師如有違反職業倫理時，其懲戒程序完全不同，則將來如有政府律師違法失職時，究應依公務員懲戒程序或律師懲戒程序予以處罰？二者不同的程序，可否對同一違反行為同時處罰？在在都值得深思。故研究司法先進國家美國政府律師的相關制度，即有相當參考價值。而其相關制度中值得參考之主要內容在於：1、美國政府律師之資格取得為何？2、美國政府律師設置的體制架構如何？3、美國政府律師的工作內容及職責為何？4、美國政府律師之權利、義務為何？5、美國政府律師的法律責任及懲戒程序為何？故本報告除先探討政府律師的意義，並敘述美國政府律師的概況之後，將分別就上述內容討論。最後再將研習所得，評估我國建立政府律師制度時應考量的重點何在，以為法務部建置政府律師制度之參考。

2、 研究行程紀要

經過冗長繁複的書信往返和電話聯繫，終於取得了位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許可，依依不捨告別了摯愛的老婆倩玲和二個可愛兒子均均和丞丞，獨自一人背著沈重行囊，於2005年6月20日搭機抵達華盛頓大學法學院展開為期六個月的訪問學者生活。迅速租到房子安頓好之後，旋即和華盛頓大學法學院亞洲法律中心
（Asian Law Center）所長Veronica Taylor女士約定時間晤談，簡單寒暄後，經過一番瞭解，對今後六個月在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研究的方向和校園生活初步有個底。法學院另外指派一位專長和我研究主題相關的Tom Andrews教授做為我的指導教授。在和Tom Andrews教授取得聯繫，並E–mail相關研究計劃給Tom Andrews教授，我和他見面的第一天，Tom Andrews教授已準備好長達十二頁的參考書單給我，並詳細跟我解說書單中相關資料是關於那方面的內容，對於他準備的充分和資料的豐富，不禁對他們美國教授治學的認真及功力佩服的五體投地。但同時也對這十二頁的書單不知要從何唸起，興起莫名的恐懼。Tom Andrews教授這份書單包括美國律師職業及律師倫理相關法規、判例、期刊論文、學術著作，資料齊全，非常專業，對於初步接觸美國法律的我是相當陌生的，於是除了Tom Andrews教授所開的書單外，趁著法學院學生都去放暑假的二個月空檔時間，自行在法學院圖書館找相關入門書籍研閱，如遇有不清楚的地方，則找Tom Andrews教授詢問，都能獲得滿意的答覆。在自行搜集資料研讀期間，幾乎都在法學院圖書館出入，對於該圖書館服務讀者相關軟硬體設施的完善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該法學院圖書館除藏書豐富之外，其服務亦屬一流，不僅圖書館員的態度親切，對館藏資料如數家珍，更有館際合作，可向全美任一家圖書館借書。而且很多資料均已數位化，不用到學校，在家裡透過網路即可查閱相關資料內容，尤其是全國法律期刊論文的電子資料庫，其年限更可上溯至百年以前。另外並免費提供Westlaw和LexisNexis二套法律資料庫給法學院學生、教授和訪問學者以供查詢，對於研究有相當的方便，實值國內相關單位參考

法學院在九月間開學之前，因感於自己對美國法律制度基本知識的不足，經和Tom Andrews教授商量結果，他建議我旁聽Lombardi教授之法學分析（Legal Analysis ）；另外對於我研究主題內關於律師倫理的部分，則建議我旁聽Boxx教授所教授的職業責任（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二門課程，經徵得二名教授的同意後，即開始體驗法學院的旁聽學習生活。在未出國之前即聽聞美國法學院蘇格拉底式教學方式是非常震憾的，如今有幸得親身體會，不免心裡七上八下的，趕忙上網將二門課的教授大綱(syllabus)印下，照單買書，上課之前好好給他惡補一番。不過從教授大綱的內容即可發現，美國法學教授治學的用心，舉凡本門課程的參考書目、文獻資料及指定的教科書、每次上課進度，每次上課的內容為何，須於上課之前看完何類教材、頁數等，都在教授大綱內詳細列舉，提網挈領，讓人一目瞭然，但也同時讓人心生敬畏，因為指定、參考的教材之多，每次上課前指定預先閱讀的分量之重，在我看來都遠遠超出美國當地生一般人能負荷的的範圍，更何況是英文半生不熟的外國訪問學者。更可怕的是，他們法學院學生每個禮拜平均要修四、五門不同課程，真懷疑法學院的學生真能夠全盤消化每門課程教授大綱所列的要求嗎？況且，還有老師指定的作業、報告要寫，這法學院真的是人唸的嗎？

還沒上課就已經被應預先研讀的繁重分量給淹沒了，這下上課可還得了啊！懷著忐忑的心情走進教室，還沒上課就被教室先進的配備給震懾住，教室座位排成ㄇ字講話隊形，老師授課講台就在前方，投影機、大型白板、電動伸縮螢幕白布、麥克風、講台一應俱全。ㄇ字形的座位每邊均有四層桌椅呈階梯形排列上去，在桌上每個位置之間均設有插座，供筆記型電腦插電之用，上課時只見幾乎每位學生人手一台筆記型電腦，手指不斷揮動敲打鍵盤做筆記，整場滿是鍵盤碰撞的聲音，仿彿在為老師的授課及老師和同學對答的談話聲音伴奏。更神奇的是，華大法學院大樓全棟裝配有無線網路，只要你筆記型電腦有無線上網功能，在大樓的任何地點都能夠無線上網，時常在課堂上看到同學除了記筆記之外，遇有需要即連上網路檢索下載法學資料庫的資料，甚至和人以MSN上網哈拉一陣，這種上課的先進設備，對離開學校已將近二十年的我來說，真的只有驚嘆佩服。至於上課情形，因已有心裡準備，受震憾的程度倒不如對老師教授大綱和教室的先進設備來的深刻。不過對於美國學生主動積極討論，和老師的對異見的包容，以及老師和學生對談激辯所蹦出的智慧火花還是非常印象深刻。

另外為了解美國政府律師之相關實務經驗，Tom Andrews教授也積極熱心透過其豐沛的人脈安排，使報告人得以和曾擔任華盛頓州律師紀律委員會首席律師Barrie Atholff先生、西雅圖市所在景郡（King County）檢察官辦公室(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資深助理檢察官Nelson Lee先生、華盛頓州州檢察長辦公室駐華盛頓大學的助理州檢察官(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Quentin Yerxa 和Paul A. Olsen二位先生訪談交換意見，也使報告人對於美國各級地方政府的政府律師的運作情形有了比較深入的瞭解。另外，因緣際會結識了美國聯邦檢察官華盛頓州西區辦公室(United States Attorney's Office, Western District of Washington)的助理聯邦檢察官(Assistant U.S. Attorney)Floyd Short先生，雖與他有口頭約定，惟因時間無法湊齊，乃無緣至其辦公室參訪，不無遺憾。惟透過電子郵件的往返，對其所服務機關仍能得一些訊息參考。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乃景郡檢察官辦公室的資深助理檢察官Nelson Lee先生是位華裔，曾在台北美國學校就讀三年，也剛從台中訪友返回西雅圖，會講國語，遠在異國得遇鄉音，心裡備感親切。

六個月訪問學者的生活就在上課、研讀資料、構思報告內容中匆匆度過。在這過程中，除常感到自己英文能力的不足之外，最常碰到的困難即是法學背景知識的欠缺，無論是法令、判例、書本及期刊論文，在文章作者認為很自然，很基本的論述，可能就要自己花費很大的功夫去瞭解為什麼如此。如在探討政府律師在扮演機關內政策形成的角色時，因一個機關的政策形成，牽涉到行政程序正當合法的相關條件，更可能與法院在司法審查所採取的標準有關，此時就必須重新回頭去找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的相關規定，更可能必須去查閱教科書、期刑論文和判決先例來看，如果不小心的話真的會被書海淹沒而忘了原本要研究的主題。這過程是很艱辛的。不管如何，能夠安抵國門，回到日思夜念溫暖的家，並完成這份報告就是最完美的句點。總之，要感謝的人太多，但最要感謝我妻倩玲，在我出國這段期間，自已獨立照顧二個可愛兒子，讓我在美國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完成研究，這份恩情銘感五內，謹以此報告獻給我摯愛的妻子倩玲，聊表謝意。

2、 美國政府律師之意義

1、 政府律師的意義

1. 最廣義的政府律師

政府律師（Government Lawyer）究何所指？翻遍我國法典及學術文獻，均無政府律師此一名詞
，其意義如何，因牽涉本報告之研究範圍，故有先予釐清之必要。如單從字面上意義去想像理解，政府律師似可包括受各級政府機關聘任，包括兼職及個案委託，代表各級政府機關處理法律事務之律師。亦可解釋為各級政府機關中具有律師資格的內部公務員，簡言之，就是具有律師資格的公務員。其二者之差別在於前者仍是一般律師，並不具公務員資格；而後者則具備公務員資格。惟如此定義，前者並非政府機關體制內之成員，僅是受託處理政府之法律事務，委託人由一般民眾轉化為政府而已，其性質實與一般律師無異，能否稱為政府律師不無疑義。但後者，在我國法制上又無存在之空間，蓋依律師法第三條、第七條之規定，除律師考試及格之外，尚須接受職前訓練並登錄之後，方可執行律師業務，此時也才可稱具有律師資格。是公務員縱已通過律師考試，惟如其未接受職前訓練；或縱可請長假接受職前訓練
，惟其並未登錄，充其量僅可稱該公務員已經經過律師考試及格，但不能說該公務員已具備律師資格，並不可以執行律師業務。惟從法務部94年度施政績效報告壹、年度施政計劃一、提升檢察功能（七）
所提「建立『政府律師制度』、推動法學教育改革：研擬於律師法中增訂，具律師資格之公務員，得以政府律師名義，對外代表所任職之公務機關執行律師職務，並推動國內大學部之法律系改設於研究所，俾廣收大學各科系畢業生，期使司法官與律師的專業基礎教育多元化，以提高司法官與律師的素質。」觀之，法務部對政府律師之定義，係指具「律師資格之公務員」，其職務內容則係「對外代表所任職之公務機關執行律師職務」，法務部對政府律師之定義，很明顯的是採取後者。姑不論法務部所採取之定義是否與我國法制有扞格之處，本報告既係為法務部建立律師制度之準備，並進一步評估在我國建立律師制度之可行性及提出參考建議，故本文認為所謂政府律師係指在政府機關工作，並為政府機關提供法律事務服務的律師，定位上其應具備律師及公務員之資格。一方面，因其具備律師資格，故其可以在政府機關內提供法律服務，包括提供法律意見和代表政府機關出庭訴訟。另一方面，政府律師亦屬政府體制內的一員，限於全職全薪在政府任職之公務員，並非外聘的法律顧問或個案受託的律師。此定義可認為係最廣義的政府律師。

2. 廣義的政府律師

然則，美國係聯邦國家，同時存在著聯邦政府及州政府二級政府，在50個州政府以外，又有類似州政府的政府組織，如華盛頓特區(District of Columbia)、波多黎各(The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維京群島(Virgin Islands)、關島(Guam)、美屬薩摩亞(American Somoa)及北馬里安納群島（Northern Mariana Islands）等行政特區及美屬領地。在州政府以下又有87,525個的地方政府
，包括郡（county）、市、鎮政府(city、town、township)、校區（school dirtrict）及特別區（special district）等地方政府。而州政府的權力並非聯邦政府所給予，其權力和聯邦政府一樣，均係直接由憲法所賦予。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的權力劃分依美國憲法規定
，美國憲法第10修正案
更規定，憲法所明定列舉的聯邦權力以外，且非憲法所明示禁止授予州政府的權力，均保留給州政府。是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均有各自之憲法，各級政府部門亦依三權分立原理，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個部門，聯邦法律與州法律係雙軌並行。故如以前段政府律師之定義套在美國的政府體制下，勢必包括在各級政府及各種部門服務的政府律師，則此時立法部門的立法幕僚，如受僱參議院法務局（The Senate Legal Counsel’s Office）的律師，及司法部門的各級法官，均將包括在本報告之研究範圍之內，雖立法部門的立法幕僚律師及司法部門的各級法官均屬最廣義的政府律師，惟考諸法務部評估設置政府律師的原意，係在解決行政機關法治的需求，故本報告對於行政部門以外的政府律師將予以排除，不予探討。此定義可認為係廣義的政府律師，亦即所謂的政府律師係指具備律師資格，在政府行政機關工作，並為政府行政機關提供法律事務服務的公務員。

3. 狹義的政府律師

再則，美國聯邦法典第5章(政府組織與公務員)所稱之行政機關組織除包括部(executive departments)
、政府公司(government corporation)
、獨立機關(independent establishment)
之外，尚包括陸軍部、海軍部及空軍部三個軍事部門(military departments)
，這三個軍事部門都設有軍法總署（Judge Advocate General’s Corps）,由軍法總長 （Judge Advocate General）負責，軍法總署內有很多軍法律師（Judge Advocate），除了處理所屬軍事部門之法律事務，提供法律意見，另外也依美國軍事司法統一法(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即美國聯邦法典第10章第801條至940條)之相關規定，在軍事刑事法庭（Court-Martial）及軍事刑事上訴法庭（Courts of Criminal Appeals，西元1995年前稱為Courts of Military Review）及美國聯邦軍事上訴法庭（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Armed Forces）中擔任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另外也可以美國聯邦地方法院（U.S. District Court）對於違反軍法之平民提起訴訟。軍事法官亦可以處理環保法規、勞工法規、民事契約等民事案件。這些軍法律師都畢業自美國律師公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所認可之法學院，並取得其執業所在州之律師執照
，依前二段之最廣義及廣義政府律師定義，均屬政府律師無疑，惟軍事機關設置軍法人員有其自身之治軍需求，必須快速有效的處理違紀案件才能維持軍隊紀律，尚與行政機關設置政府律師之要求不同，故本報告亦不對美國軍事司法系統中之政府律師列為研究範圍。此定義可認為係狹義之政府律師，亦即所謂的政府律師係指具備律師資格，在軍事機關以外之政府行政機關工作，並為軍事機關以外之政府行政機關提供法律事務服務的公務員。

最後，美國行政機關在為一定行政作為時，為符合美國聯邦憲法所保障的正當法律程序，一定要經過聽證（hearing）程序，乃有聽證官（hearing officer）或聽證審查官（hearing examiner）的設置，負責主持聽證會的進行，包括主持宣誓、簽發傳票、紀錄證言、接受證據、確定證據規則、規定聽證過程、決定聽證程序上的請求等權力，並在1978年的一項聯邦法律，改稱為行政法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
。目前在美國聯邦政府中，總共約有1400名的行政法官，分散在29個行政部會中。而要擔任行政法官的資格，一定要具有律師資格
。且因行政法官亦在各行政部會任職，如依上述廣義及狹義的政府律師定義，似亦屬政府律師中之一員，惟因行政法官係在正式聽證程序中做一個公正、客觀的事實決定者，在功能上和民事訴訟程序中沒有陪審團的獨任法官相類似，其職權的行使是獨立於行政部會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亦認為行政法官在職能上與美國地區法院的法官相同
，因此行政法官在訴訟程序中並未行使律師的職能（don’t practice law
）,所以當然不屬於政府律師的範圍，並非本報告討論範圍。

2、 美國政府律師之概況

依美國律師公會統計
，在西元2004年，全美領有律師執照的律師，共計1,084,504人。而在西元2000年，有百分之八的律師係受僱於政府機關（最廣義之政府律師）。而根據美國律師基金會（American Bar Foundation）於西元1999年出版之「律師統計報告」（The Lawyer Statistical Report），從西元1980年至1995年之間，私人執業的律師仍是律師執業人口的最大多數，總共佔全部律師的比例，從1980年的68%，經過1991年的71%，到1995年的74%。而政府律師（不包含司法機關之法官在內），則是律師人口中的第三位。在西元1995年，受僱於聯邦政府的政府律師，共有26,805，佔全部律師人口之百分之三。受僱於州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的政府律師則有38,823人，佔全部律師人口的百分之五。
是美國各級政府的政府律師總數約為六萬五千多人，佔全部律師人口的百分之八。其中各個執業型態之人數及比例，詳如下表：

表一：1980、1991、1995年美國律師各個執業型態之人口及比例

	
	1980
	1991
	1995

	執業型態（Employment Setting）
	No.
	%
	No.
	%
	No.
	%

	私人執業（Private practice）
	370,111
	68
	587,289
	73
	634,475
	74

	聯邦司法部門（Federal judicial department） 
	2,611
	<1
	3,119
	<1
	2,937
	<1

	其他聯邦政府（Other federal government）
	20,132
	4
	27,985
	4
	26,805
	3

	州和地方司法部門（State/local judicial department）
	16,549
	3
	18,417
	2
	18690
	2

	其他州和地方政府（Other state/local government）
	30,358
	6
	38,242
	5
	38,823
	5


	私人企業

（Private industry）
	54,626
	10
	71,022
	9
	71,349
	8

	私人組織

（Private association）
	4,391
	1
	5,835
	1
	5,493
	1

	法律扶助和公設辯護人（Legal aid or public defender）
	8,239
	2
	8,816
	1
	8,499
	1

	教育機構（Education）
	6,606
	1
	8,177
	1
	8,186
	1

	退休或停業者（Retired or inactive）
	28,582
	5
	36,971
	5
	42,673
	5

	總數Total
	542,205
	100
	805,872
	100
	857,931
	100


如前所述，美國的地方政府單位有87,525個之多，其中大約有三萬九千個地方政府是具有警察權（police power）的，在這三萬九千個地方政府當中，有約三萬七千個地方政府人口數不及一萬人。
這三萬七千個小地方政府，如有法律事務要處理，通常是僱用私人律師兼差或以個案委託私人律師，並無專職全薪的政府律師在這些地方政府服務。至於那些規模較大的地方政府則都設專職全薪政府律師來處理類型廣泛多元的法律事務，其中最典型的任務就在於執法和刑事追訴。根據全國地方檢察官協會（National District Attorney Association）之統計，在西元1991年，美國全國約有二萬名至二萬二千名的地方檢察官
。另外在地方政府中的假釋、緩刑、獄政及公設辯護業務，亦可見政府律師的身影。至於負責民事法律事務的政府律師，其工作內容更是包羅萬象，包括所有與地方政府業相關的侵權案件、契約糾紛、勞資案件、土地使用的管制、有線電視線路使用權、許可證、徵收、環保法規、社會福利、學校、醫療、民權案件等不一而足，估計全美在地方政府從事民事法律務的律師大至少有五萬名之多
。

在州政府層級的政府律師，大都是在州檢察長（State Attorneys General）辦公室任職，根據全國州檢察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s General）西元1991年所做之調查，在1991年1月時，全國五十州及上節所述類似州政府地位的六個特別行政區的檢察總長辦公室，總共僱用了8,278名全職及236名兼差的律師
。每州的檢察總長辦公室所負責的法律事務因各州之法律而異，不過，大體而言，這些政府律師所從事工作，除了刑事司法之外，在很多州，還包括了消費者保護、民權案件執行事務。另外，對州其他的行政機關，還提供諸如孩童福利、民權、矯正機構、職業執照、酒類管制、健康醫療、公路和工作場所安全、假釋、稅法及勞工賠償等法律服務
。在州政府體系中，其他州政府的行政機關，亦可能擁有自己的幕僚律師，為該行政機關處理有關該機關所負責業務所生的法律事務
。

隨著聯邦政府規模的不斷擴大，尤其是在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Roosevelt）新政（New Deal）時期及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聯邦政府任職的政府律師人數一直不斷增加。在西元1980年之前，大約有二萬名的律師受僱於聯邦政府
的不同機關。而在西元1991年時，單單是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就僱用了7,280名律師，其中包括了93名聯邦檢察官（United States Attorney）及大約四千名的聯邦助理檢察官（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
。而依美國律師公會今年（西元2005年）所出版的「聯邦法律工作機會指引」（Federal Leg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Guide）的統計，在今年（2005年）三月時，聯邦政府中僱用政府律師前十五名機關，仍以司法部所僱用之8,076人居首。（其餘機關所僱用之人數、平均薪水及平均服務年資詳如表二
）

表二：

	機關名稱
	受僱律師人數
	平均年薪（美元）
	平均服務年資

	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8,076
	$124,669
	14.1

	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
	2,459
	$103,956
	16.8

	財政部(Department of Treasury)
	2,106
	$110,056
	17.4

	社會安全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1,522
	$88,170
	14.0

	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ion）
	1,486
	$139,259
	8.9

	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1,147
	$106,419
	11.8

	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949
	$112,239
	14.8

	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694
	$106,258
	16.2

	退伍軍人事務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675
	$102,4333
	15.5

	商業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
	671
	$104,166
	11.8

	勞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
	535
	$112,921
	17.4

	平等雇用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498
	$103,380
	14.1

	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489
	$123,696
	12.9

	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478
	$119,980
	13.6

	交通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468
	$116,872
	17.0


這些聯邦政府行政機關任職的政府律師，分散在聯邦行政部門的各個機關及委員會。有一些行政部門的機關，像美國專利局（U.S. Patent Office）僅在華盛頓特區設置辦公處所。另外也有很多機關，如美國住屋及都市發展部（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其本部設於華盛頓特區，另外在全國十二個主要都市設有地區辦公室（regional office），在地區辦公室之下，又在一些小城市內設置地方辦公室（area office），所以聯邦政府律師的工作地點並不全然在華盛頓特區
。而聯邦政府的各個部會、委員會、獨立機關，除司法部之外，都設有法務總長(General Counsel或Solicitor)辦公室，由法務總長率領該機關的政府律師，為該機關提供法律服務。

表二中的平均年薪，並不適用於新進的律師。聯邦政府行政部門的新進的律師通常以一般俸給表（General Schedule）中第十一級（GS-11）或第十二級(GS-12)任用，起薪則依其任職地區不同，介於年薪四萬七千美元至六萬二千美元。如在華盛頓或舊金山等物價水準較高的都會地區任職的政府律師，其起薪較其他地區任職的政府律師高大約百分之十二。
在聯邦政府任職的政府律師薪水也許沒有像私人執業律師的薪水來的高，但聯邦政府所提供的健康保險、年休假、貸款償還計劃及退休計劃等福利都相當優渥
。而在聯邦政府的工作除可服務公眾之外，不同類型工作也提供不同的挑戰，所以每年還是有相當多數的年輕律師寧可犧牲私人執業高薪的誘惑而投身政府律師的工作。甚至在私人執業已久且著有績效的資深律師，如和筆者座談的Barrie Althoff先生,特別向筆者表示其在私人執業十餘年，因感於必須將所學奉獻給社區，且其所賺的錢也已足夠，乃轉任至證券期貨委員會華盛頓州地方辦公室任職，令筆者印象深刻。
2、 美國政府律師的組織

美國係聯邦國家，同時存在著聯邦政府及州政府二級政府，在50個州政府以外，又有類似州政府的政府組織，如華盛頓特區(District of Columbia)、波多黎各(The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維京群島(Virgin Islands)、關島(Guam)、美屬薩摩亞(American Somoa)及北馬里安納群島（Northern Mariana Islands）等行政特區及美屬領地。在州政府以下又有87,525個的地方政府，包括郡（county）、市、鎮政府(city、town、township)、校區（school dirtrict）及特別區（special district）等地方政府。而幾乎各個政府單位都有自己法律工作的需要，不管是聯邦政府的白宮、內閣的行政部會、獨立行政機關或者是各級地方政府，如州政府、郡政府、市政府都有自己的政府律師來處理各自政府機關的法律工作。所以談到美國政府律師的組織，就好像在說美國政府組織那樣，是非常的龐大複雜。

雖然如此，美國政府律師組織還是有一定的脈絡可循。亦即不論聯邦政府或各級地方政府都有一個相對應的律師辦公室，負責處理該級政府所有機關的法律事務工作。在理解上，美國各級政府行政機關的政府律師其實就是各行政機關所聘請的律師，其所屬的辦公室，其實就是各行政機關所設置的機關內律師事務所(in-house law firm)，只不過這律師事務所，並不對外一般人民開放，所服務的對象也只有所屬的行政機關。在聯邦政府層級當中，最大的律師事務所（同時也是全國最大的）就是司法部，共僱有八千餘名的政府律師，其服務的對象係美國聯邦政府的行政部門(Executive Branch)，包括總統及各行政部會機關。另外，司法部以外的其他行政部會機關為處理自己部會機關內的法律事務，也都有設置一個法務總長(General Counsel)辦公室。而在地方政府層級中，州政府、郡政府和市政府的律師事務所即是州檢察長(State Attorney General)辦公室、地方檢察官(District Attorney)辦公室和律師（City Attorney）辦公室。這些法律事務所內工作的政府律師，所負責的工作內容與一般律師執業的範圍無異，不論是出庭訴訟、提供法律意見或研擬文件都是。惟須特別一提的是，美國政府律師的業務範圍，並不侷限於刑事案件的處理，包括民事、行政等法律相關事項，只要是其屬機關所負責的事項，該等政府律師就有提供律師職能（lawyering）的必要，所以出庭訴訟的範圍包括刑事程序、民事程序或行政程序，只要有出庭的必要，不論是起訴或被告，都是由政府律師出庭訴訟。因此，我國習慣上將以上所列之政府律師，尤其是州檢察長、地方檢察官或聯邦檢察官（U.S. Attorney）都翻譯成在我國法律概念下，只負責處理刑事案件的「檢察官」或「檢察長」是容易讓人對其等職務內容產生誤解的，因此在理解上，本報告的相關譯名雖仍和國內一般習慣相同，惟仍須在此提醒讀者注意。

其次，上揭各政府律師辦公室彼此之間並無上從下屬的監督隸屬關係，雖其等業務範圍雖偶有重疊之處，但彼此間的業務還是獨立的，司法部長對州檢察長辦公室內法律事務的工作執行並無監督的權力，州檢察長辦公室對地方檢察官辦公室起訴或不起訴的案件亦無置喙的餘地。以下謹分別就聯邦政府的司法部、各部會法務總長辦公室、州檢察長辦公室、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及市政府律師長辦公室的組織加以說明，其中各級地方政府的政府律師辦公室，將以筆者研究期間所在的華盛頓州(Washington State)、景郡（King County）、西雅圖市（Seattle City）為介紹對象。至於各政府機關業務偶有重疊之處，如司法部和其他行政部會機關法務總長辦公室就出庭訴訟和法律諮詢工作的重疊與區分，則另外在本報告第四章「美國政府律師的工作內容」中加以說明。
1、 美國司法部的組織

美國司法部的組織可區分五大部分：

1、 領導部門

包括司法部長（Attorney General）、副部長（Deputy Attorney General）助理部長（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及法律總長（Solicitor General）辦公室。其中司法部長是司法部的機關首長，也是聯邦政府最高執法官員，就一般的法律事項代表美國聯邦政府，並在總統或其他部會機關首長要求之下，提供法律意見和建議。至於法律總長則代表美國政府，負責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上訴案件，何案件是否要上訴聯邦最高法院，及上訴後訴訟的法律主張及出庭皆由法律總長決定參與。法律總長也負責審查對所有對下級法院不利美國的判決上訴後，是否要以法院之友（amicus curiae
）的身分參加訴訟。

2、 管理部門

包括司法管理司（Justice Management Division）、爭議處理局（Office of Dispute Resolution ）、監察主任辦公室（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立法事務局（Office of Legislative Affairs ）、職業責任局（Offic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

3、 訴訟部門

包括反拖拉斯司（antitrust division）、民事司（civil division）、民權司（civil right division）、刑事司（criminal division）、環境與自然資源司（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division）、稅務司（tax division）及美國聯檢察官辦公室（United States Attorneys’ Offices）。這些部門的律師所負責的業務即是其所屬司所負責法律項目的出庭訴訟業務。至於美國聯邦檢察官則在司法部長之指揮監督下，在全國94個聯邦審判區（judicial district）實行訴訟出庭的工作。目前94個聯邦審邦區中，除關島（Guam）及北馬里安納群島（Northern Mariana Islands）二個審判區僅由一名聯邦檢察官負責執行該二區之職務外，每個審判區均有一位聯邦檢察官派駐執行職務，因此美國聯邦政府目前共有九十三名聯邦檢察官
。聯邦檢察官依法具有代表聯邦政府追訴刑事案件；代表聯邦政府在以美國為一造當事人的民事案件為起訴或為辯護；及追討經行政執行無效的聯邦政府債權
。聯邦檢察官在其所派駐之審判區內，被賦予完全的人事、財政管理及採購等權限，並可以行使廣泛之裁量權決定其所擁有的資源，用以增進當地司法領域內之優先案件及社區需要
。

4、 法律和政策部門

包括法律諮詢局（the Office of Legal Counsel, 簡稱OLC）、法律政策局（the Office of Legal Policy）、移民歸化審查執行局(Executive Office for Immigration Review)、資訊和隱私局(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Privacy)、情報政策審查局(Office of Intelligence Policy and Review)等13個法律諮詢幕僚單位。其中移民歸化審查執行局共有404位律師，是此部門最大單位。移民歸化審查執行局係掌管移民法規相關的聽證會、上訴審查等業務，包括決定個人美國簽證的種類。

5、 執法部門

包括聯邦調查局(FBI)、緝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菸酒武器管理局（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Firearms and Explosives）等9個單位。聯邦調查局有149位律師，是其中最大的單位。

關於司法部的組織圖，請參閱下列表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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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行政部會機關法務總長辦公室

現今美國聯邦政府的各部會機關都設有法務總長（General Counsel
），不僅是屬內閣性質的十四個部會
，甚至許多屬於獨立行政機關的委員會亦都有此設置。很多主要部會機關的法務總長辦公室的規模相當龐大
，遠遠超過司法部內的法律諮詢局(OLC)的規模。而且法務總長辦公室的律師是遍布全國，如農業部的法務總長辦公室，除了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之外，在全國各地還有5個地區辦公室和17個地方辦公室。環保署全國十個地區辦公室都另設有地區法務長。至於退伍軍人事務部的法務總長辦公室則在全國分設54個地方法務長辦公室。 

 因為各部會機關的法定職掌不同，所以法務總長辦公室的編制及組織也隨之不同，有的簡單，也有相當複雜的，因限於報告的篇幅，無法一一在此敘明。惟通常法務總長辦公室一定設有法務總長一名，負責所有業務的督導，另設有副法務總長（Deputy General Counsel）一名或數名，襄助法務總長，其下再依機關職掌，分組設事。如商務部除法務總長、副法務總長各一名之外，另分設14個不同的法律辦公室負責相關法律事務。

3、 州檢察長辦公室–以華盛頓州州檢察長辦公室為例 

華盛頓州檢察長辦公室目前共有一千一百位的僱員，其中包括五百名的律師，和六百名的其他職員。每年預算約七千五百萬美金，在全州十二個城市設有地區辦公室，如報告人參訪的州檢察長華盛頓大學辦公室即屬於西雅圖辦公室的分處。目前州檢察長是Rob McKenna，甫於2004年選上就任，是華盛頓州第十七任的州檢察長。

華盛州州檢察長辦公室服務對象，除州長和州議會之外，尚包括全州超過230個的州行政機關、委員會和各大專院校。依華盛州法的相關規定，其主要職責包括：1、代表華盛州政府就涉及華盛頓州利益的所有訴訟中出庭，包括地方法院、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2、州官員或僱員因執行職務被訴時，由其出庭辯護。3、應州長或郡檢察官的請求，調查並起訴被控犯罪的人。4、提供法律議題的建議給州長、州議會、其他州政府官員及郡檢察官。如經上開人士的請求，則出具關於憲法及法律問題的書面意見。5、支持消費保護法及執行查緝違反競爭的商業行為以保護大眾利益。並就公共事業及環境保護事項代表公眾利益。因此，華盛州檢察長辦公室針對其職掌分設下列25個部門：

1、 關於消費者和合法商業的保護的部門

包括反托拉斯部、消費者保護部和公共事業部(Public Counsel Section)。其中公共事業部係針對華盛頓州內公共事業如電話、電力及天然瓦斯等費率，代表消費者爭取權益的單位。

2、 關於華盛州健康和環境維護的部門：

包括農業和健康部（Agriculture and Health Division）、生態部(Ecology Division)、魚、野生動物和公園部(Fish, Wildlife nd Park Division)、自然資源部(Natural Resources Division)

3、 關於公共基金保護的部門

包括稅捐部(Revenue Division)、損害賠償部(Torts Division)。其中損害賠償部係負責對州政府行政機關、官員及其僱員因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請求的訴訟中，出庭為他們辯護。

4、 關於強化華盛州教育體系的部門

包括教育部(Education Division)、華盛頓大學部(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ivision)、華盛頓州立大學部(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Division)

5、 關於大眾保護的部門

包括刑事司法部(Criminal Justice Division)、政府服從及執行部(Government Compliance & Enforcement Division)、政府運作部(Government Operation Division)、勞工工業部(Labor and Industries Division)、勞工人事部(Labor and Personnel Division)、執照和行政法部(Licensing and Administrative Law Division)、地區服務部(Regional and Health Services Division)、社會和健康服務部(Social and Health Division)、西雅圖部(Seattle Division)、史潑肯部(Spokane Division)、塔科瑪部(Tacoma Division)、交通和公共建築部(Transportation and Public Construction Division)、公用事業和交通部(Utilities and Transportation Division)。其中西雅圖、史潑肯和塔科瑪係華盛頓州三大都市，境內有相當多的州政府機關、委員會，該三部門即是負責轄內州政府行政機關的法律工作。

6、 辦公室內幕僚部門

包括行政部(Administration Division)和政策和政府關係(Policy and Government Relationship Division)二部門。

華盛頓州檢察長辦公室內，除了上述二十五個部門之外，另設有法律總長辦公室(Solicitor General’s Office)，負責州檢察長辦公室所負責上訴聯邦最高法院案件的協調、襄助州檢察長辦公室上訴州或聯邦上訴法庭案件的準備、準備並公布州檢察長出具的法律意見書等事項。 

4、 地方檢察官辦公室–以景郡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為例

景郡(King County)是華盛頓州第一大郡，西雅圖市即是景郡最大都市。景郡目前設有景郡檢察官辦公室(the King County Prosecuting Attorney's
 Office)，由Norm Maleng擔任該辦公室檢察官，負責全辦公室業務的督導。Norm Maleng現年六十六年歲，已擔任檢察官已長達二十六年。目前該檢察官辦公室約有五百名職員，其中有二百四十一名檢察官，分散在以下四組辦理案件：

1、 刑事組(Criminal Division)

刑事組負責處理刑事案件訴追的相關業務，代表華盛頓州和景郡在景郡地方法院、上訴法院(King County Superior Court)、華盛頓州和聯邦上訴法院、華盛頓州和聯邦最高法院進行犯罪的追訴。本組共有156位檢察官，是景郡檢察官辦公室內最大的單位。本組設有一名組長(Division Chief)負責，其下再設上訴分組(Appellate Unit)、地方法院分組(District Court Unit)、家庭暴力分組(Domestic Violence Unit)、少年法庭分組(Juvenile Court Unit)、初期認罪協商分組(Early Plea Unit)、性犯罪分組(Sexual Violence Predator Section) 、毒品犯罪分組(Special Drug Unit)、重大罪犯分組(Most Dangerous Offender Project)、連續罪犯分組(Persistent Offender Prosecution)、量刑分組(Sentencing Unit)等十餘個分組，每分組均有一位資深助理檢察官（Senior Deputy  Porsecutor）負責。報告人參訪景郡檢察官辦公室時，接待報告人的Nelson Lee 先生即是重大罪犯分組的資深助理檢察官。

2、 民事組(Civil Division)

民事組是景郡機關內的律師事務所，本組是景郡議會、郡長（County Executive）、郡行政機關、委員會和郡地方法院、上訴法院的法律顧問。本組主要工作，是代表景郡在民事訴訟程序中起訴或擔任被告辯護、提供法律意見給景郡內的各政府機關，如有需要的話，出具書面的法律意見。本組處理的事項包羅萬象，包括土地使用、交通、自然資源、公園和休閒、公共衛生等和景郡居民息息相關的案件。民事組現有65名檢察官，亦如刑事組一般，其下另設有土地使用分組等分組來負責各項業務。

3、 家庭援助組(Family Support Division)

本組是華盛頓州社會和健康服務部的兒童援助局（Division of Child Support）執行方案的共同執行者。負責就援助兒童事件上，在上訴法院處理確認生父（establishment of paternity）事件及援助兒童命令事件，並負責援助兒童命令的執行和修改等業務。本組另外在肯特市設有分處。本組共有12名律檢察官。

4、 詐欺組(Fraud Division)

本組共有8名檢察官，負責對景郡轄區內複雜的組織犯罪、官員貪污濫權犯罪、保險詐欺、投資詐欺等重大經濟犯罪、對政府詐欺的犯罪、對老年人、殘障者詐騙金錢的犯罪、電腦犯罪及經濟犯罪等犯罪的調查和追訴。本組除8名檢察官之外，尚配置一名調查員、一名有財經專長的調查員和二名法務助理。

5、 市政府律師長辦公室–以西雅圖律師長辦公室為例

西雅圖律師長辦公室(City Attorney’s Office)負責提供法律意見給市政府官員，並代表西雅圖市出庭訴訟，對於違反市自治法規的民事或刑事被告提起訴訟或追訴。該辦公室現有148位職員，包括79名律師擔任助理律師(Assistant City Attorney)，分成下列三組處理相關案件：。

1、 民事組（Civil Division）

本組另分成8個分組，包括民事執行(Civil Enforcement)、契約(Contract)、僱用(Employment)、環境保護(Environment Protection)、土地使用(Land Use)、市政法(Municipal Law)、侵權損害賠償(Torts)和公用事業(Utility)。除了提供法律諮詢之外，也在華盛州和聯邦各級法院和行政機關代表西雅圖市出庭訴訟。

2、 公共與社區安全組（Community Safety Division）

本組負責對在西雅圖市轄內輕微犯罪(misdemeanors)的起訴、就刑事司法事項提出法律建議、監督關係西雅圖市利害的州刑事司法立法、參與刑事司法政策的研擬等事項。此外，本組亦負責犯罪被害人方案的執行，幫助犯罪被害人獲得損害賠償，以保障犯罪被害人的權利。

3、 行政組（nistration Division）

行政組是西雅圖辦公室後勤支援單位，負責提供其他二組辦案所需的會計和技術支援。
3、 美國政府律師資格的取得

要在美國政府行政機關擔任政府律師，首先必須具備律師資格的一般條件。而在美國要成為執業律師是有一定的資格限制，故本章將就美國律師資格的取得，先做介紹後，再就個別政府律師資格取得的特別要件（即產生方式）予以介紹。
1、 一般資格

在政府機關任職的律師，不論該職位是政治任命（如各部會之法律總長）、選舉產生（如州檢察長或地方檢察長）或者是應徵而來，所有的相關職位的資格要求，都要具備律師資格。而在美國要取得執業律師的資格，一定要取得所在州的律師公會的會員資格，雖然各州關於加入律師公會的具體規定各有不同，但通常都包括下列條件：

1. 須從法學院畢業

在西元一九ΟΟ年前，美國各司法管轄區（Jurisdiction，如聯邦或各州）對於加入律師公會者，並無須具備法學院及大學畢業的學歷要求
。之後，美國律師公會開始為建立法學院一致化的法學教育，以符合成為律師之必備條件而展開長期宣傳活動
。時至今日，大多數州都要求入會者必須具備美國律師公會所認可的法學院的學位，不過仍有少數州，如加州仍然允許自非美國律師公會所認可的法學院畢業的申請者加入州律師公會
。

2. 須通過律師資格考試（Bar Examination）

美國律師公會曾建議採行全國性之律師考試，以避免各州各自為政，寬嚴不一造成流弊，但至今各州之律師考試應考資格、考試程序、考試次數、考試方式、考試科目仍無一統一標準
。而且少數州如威斯康辛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蒙大拿州、西維吉尼亞州、佛羅里達州及南卡羅萊納州等，特准該州州立大學法學院畢業生，繳驗畢業證書即可取律師資格，不必參加律師考試，即可執行律師業務。另也有少數州對於曾在外國或他州執行律師職務，經過認許者，亦可不必再參加律師考試，即可執行律師業務
。

在美國實務上，對於律師考試之相關行政規定，如考試次數的限制、給分標準及請求覆閱之規定，認為有違憲提起訴訟，均遭敗訴
。如西元一九九二年柏克案（ex parte Puckett
）中，考生布凱特因連續參加阿拉巴馬州律師考試五次不及格,而請求法院對阿拉巴馬州律師協會發出執行職務令（writ of mandamus），要求對其考試成績重新評定，以保障其受美國憲第十四修正案的法律的正當程序權利，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認為，考生在五次不同的應試，每次都不及格，如果將每次不及格的原因全部歸諸於閱卷錯誤，是令人不能置信的。因此，在應考五次的限制之下，每次的重考是保證應試者的不及格，不是出自於閱卷錯誤所造成的最有效方式，而駁回其請求。

3. 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格(Good moral character)

良好的道德品格是非常模糊不明確的概念，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關於品格的調查的重點是在於，「一般理性的人是否能夠公正的發現入會申請者的誠實、公正、對其他人、州法及國家法律的尊重有重大的懷疑。」
其中誠實與否更成為審查的重點，入會申請者如果在一開始申請時，即刻意隱暪某些重大資訊，如曾被其他州律師公會除名，而足以讓人發現其缺乏誠實特質時，其入會的申請一定不會被准許
。

依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相關判例，州律師公會為調查申請者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格，可以調查詢問入會申請者目前是否為為某團體成員，如共產黨員，入會申請者如果拒絕回答時，州律師公會可據此拒絕其入會
。惟州律師公會拒絕申請者入會的理由，如果侵犯入會申請者的信仰、種族、政治理念或其他受憲法保障的權利，都被認為是違憲，而不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支持
。如入會申請者曾加入共產黨
並不構成拒絕入會的理由。但如果申請者所參加的團體宗旨係在以暴力推翻政府，且該團體的宗旨亦為申請者所明知，申請者仍予加入給予支持，則此時將構成拒絕入會的理由
。

美國有學者認為：（1）律師公會負責決定入會事項的官員，並沒有足夠的資源去調查詢問一個申請者是否道德品格良好，他們所進行的調查，很少有幫助；（2）道德品格是否良好是個抽象模糊的概念，一個申請者是否具備此項資格，最後將淪為僅憑負責決定入會事項官員的主觀好惡；（3）道德品格的審查會侵犯入會申請者憲法所保障的表現自由，而過於廣泛的調查也會侵犯入會申請者的隱私，因此認為應將此項標準排除做為執業律師的資格條件
。

4. 宣誓

不像其他職業，律師在執業之前必須宣誓
。

除以上的條件之外，美國實務上對於入會申請者是否須具備公民及居民資格而生有爭議，玆分述如下：

1. 入會申請者是否須具備美國公民資格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西元一九七三年葛利菲斯案件
（In re Griffiths），根據美國聯邦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法律平等保護條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認為以是否外國籍居民作為取得執業律師的標準，是屬於可疑分類（suspect classification），而應受嚴格的司法審查（strict scrutiny），因此認為以美國公民的資格做為入會標準是違憲的。

2. 入會申請者是否須具備該州居民資格

在西元一九七三葛利菲斯案件之後，美國仍有許多州將居民資格列為入會資格之一，尤其和一些人口眾多的州相鄰的小州，更常採取此一標準做為保護該州當地律師協會的手段。但在西元一九八五年派柏案件（Supreme Court of New Hampshire v. Piper）
中，派柏居住於佛蒙特州，其住處距新罕普什爾州和佛蒙特州邊界僅四百碼。派柏已通過新罕普什爾州的律師考試，而且也符合所有新罕普什爾州律師公會的入會要求，但新罕普什爾州律師公會卻表示，依該會規定，派柏要成為新罕普什爾州的居民之後，才會獲准加入公會。派普乃提起訴訟，認為新罕普什爾州律師公會關於居民資格的規定已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第四章第二節的特權和豁免條款（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Clause），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同意派普的主張，認為新罕普什爾州律師公會的居民資格限制是違憲的。在西元一九八七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更進一步認為，除州法院之外，美國聯邦法院對於在該聯邦法院，不論是聯邦地方法院或聯邦上訴法院的執業律師，亦無居民資格的限制
。此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又陸續在一些案件中表示相同見解後
，從此居民資格不再是成為律師的必要條件。

2、 特殊資格
要在政府行政機關擔任政府律師，在具備上述的一般資格之外，依其職位不同，另有不同的資格限制，通常政府律師所屬辦公室的首長是經由政治任命或民選的方式的產生，而辦公室內其他的常任（career或staff）政府律師則都是經由應徵而取得職位的。以下玆就各別職位分別說明：

1. 司法部長及法律總長(Solicitor General)

都是經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而任命。另外美國聯邦檢察官(U.S. Attorney)亦同。

2. 聯邦政府其他行政部會機關的法務總長

和司法部長相同，都是經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而任命。但實際上，法務總長都是由所屬機關首長提出名單再呈由總統提名，總統對於部會首長的名單通常都會予以尊重。至於副法務總長或助理法務總長其他法務總長辦公室的政府律師，除了極少部會之外，如國稅局的地區法務長（Chief Counsel）是由總統提名之外，通常都不是總統所提名的
。

3. 州檢察長

除了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新罕普什爾州、新澤西州、懷俄明州五州，及波多黎各、維京群島、關島、美屬薩摩亞及北馬里安納群島五個美屬領地是由州長任命之外，其餘四十三州的州檢察長均是選舉產生。其中緬因州是由州立法機關秘密投票產生，田納西州則是由州最高法院法官選舉
。

擔任州檢察長的年齡，有二十三個司法管轄區（jurisdiction）並無限制，其餘的司法管轄區則設有限制。其中最低年齡限制為二十一歲的有十個，最低年齡限制為二十五歲的有十一個，二十六歲的有一個，三十歲的有七個，三十一歲有一個。加州、康乃迪克州及馬里蘭州雖沒有年齡限制，但加州要求必須具備五年以上的律師公會會員資格，康乃迪克州及馬里蘭州則要求必須具備十年以上的律師公會會員資格，所以等於間接的限制州檢察長的最低年齡必須在三十至三十五歲之間。

有四十五州的州檢察長的任期是四年，但緬因州、羅德島州和佛蒙特州的州檢察長的任期只有二年。田納西州的州檢察長則有八年的任期。另外阿拉斯加州和維京群島州檢察長的任期則由州長決定；關島、波多黎克和美屬薩摩亞等美屬領地之檢察總長任期則無限制。

4. 地方檢察官和市政府律師長

大部分都是選舉產生，如報告人拜訪的景郡檢察官辦公室的檢察官，和西雅圖法律長辦公室的律師長。但市政府層級中，亦有為數不少的法律長並非選舉產生，而是市長提名後，經市議會同意而產生，如華盛頓州景郡貝爾市（Bellevue）律師長即是。

5. 各政府律師辦公室內的律師

美國並無統一的政府律師考試，亦沒有統一的機構在負責政府律師的聘僱，每個行政機關自行負責其機關律師的聘用事宜
。想在政府機關任職的律師必須自行依各機關所規定的程序，向該機關應徵。
4、 美國政府律師的工作內容
不論是在聯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任職的政府律師，其等之工作內容雖依機關性質而有個別性的差異，但大體上不脫「法律諮詢」（counseling）及「出庭訴訟」（advocate）二大範圍。其中法律諮詢部分，因政府律師在行政機關形成公共政策的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除提供所屬機關專業的法律意見之外，並包括幫助擬定專案計劃、草擬法案和闡釋法律、制定執行程序。至於另一大項之出庭訴訟工作部分，則是在行政機關提起訴訟，包括民事的請求或刑事追訴，或行政機關成為被告時，均由政府律師代表出庭，行使律師的職能。以下謹分就聯邦政府及地方政府（含州檢察長辦公室、郡檢察官辦公室及市政府律師長辦公室）的政府律師工作內容加以說明。

1、 聯邦政府政府律師的工作內容

在1870年司法部成立以前，聯邦政府的法律事務工作分散在各部門，並無統一集中的負責部門。「律師總長」（Attorney General
）並無任何幕僚屬下，甚至很多的法律事務工作都外聘私人律師處理。為了使聯邦政府的法律工作能夠更有效率、更經濟，並使聯邦政府各機關的法律主張及政策能夠立場一致不互相矛盾，美國國會乃在1870年創設司法部，並規定其他部門負責法律工作的官員必須在司法部首長的監督和控制之下行使職務。雖然如此，統一集中聯邦政府的法律事務工作的企圖並未因司法部的成立而真正落實，國會一直都未編列預算給司法部建置辦公室之用，在司法部成立的第一年，司法部長的辦公室竟然是在財政部大樓內，和財政部的法務總長辦公室相鄰。在1934年現今司法部大樓完成前的六十五年內，司法部都沒有自己的辦公場所，各部會法務總長也繼續在其所屬部會內辦公。其他部會的法律工作，不管是法律諮詢還是出庭訴訟，各部會所雇用的政府律師仍保有相當的獨立性
。更甚者，國會一直立法在各行政機關內增設法律工作的新職位，且未將這些新職位置於司法部長監控之下
。直至羅斯福總統為使「新政」事權統一，乃根據國會的委託授權
頒布第6166號行政命令
，要求除非其他法律有不同的規定，否則所有以美國政府為一造當事人的訴訟均由司法部長負責，現今聯邦政府法律事務的工作架構才大致確定，亦即幾乎所有聯邦政府的出庭訴訟工作均由司法部長負責，但法律諮詢及部門內的法律工作則由聯邦政府其他各部門的律師負責，不受司法部的節制。以下分就出庭訴訟及法律諮詢二大項工作說明，最後再就司法部和其他部會法務總長辦公室的關係做一介紹：

1. 出庭訴訟

一般而言，司法部代表美國聯邦政府和聯邦政府內其他行政部門出庭訴訟
，其他行政部門不得自行委請律師出庭訴訟，而必須把所有訴訟事務移請司法部處理
。但此一架構因國會時常立法授權其他行政機關就特定事務有出庭訴訟的權利，司法部身為代表美國政府的訴訟權力被相當程度的剝奪，根據統計大約有三十幾個的行政機關、政府公司就特定事務有代表機關出庭訴訟的獨立權力
，尤其為數不少的獨立機關更有獨立的訴訟權力。本節將分項探討聯邦政府各機關訴訟工作的架構及差異：

I. 刑事追訴(Criminal Prosecutions)

刑事追訴的工作完全由司法部所負責主導，其他行政機關縱使擁有訴訟的權力，但仍沒有權力自己發動或起訴一件刑事犯罪。很多行政機關雖然有犯罪調查權，但該行政機關依調查結果如認為必須起訴時，就必須將整個案卷移請司法部負責提起公訴。另外，司法部有自己的犯罪調查單位，如聯邦調查局（FBI），很多的犯罪根本不必經過行政機關的調查移轉，即可自行發動調查起訴
。所以，司法部對於其他行政機關移請偵辦的刑事犯罪案件並非照單全收，如司法部對於環保署（EPA）移請偵辦的環保犯罪案件的核退率高達百分之六十
，對於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移請偵辦的刑事案件亦有為數相當的比率的核退率
。而且，就算司法部提起公訴之後，在訴訟進行的過程當中，其他行政機關的政府律師幾乎沒有參與的空間，一切訴訟行為均由司法部的律師（如聯邦檢察官，U.S. Attorney）負責主導，其他行政機關的政府律師的功能僅在提供該刑事案件的背景知識及準備訴訟中所需的訴訟資料而已。

II. 民事起訴(Civil Judicial Enforcement)

在民事起訴的程序中，司法部就沒有像在刑事追訴程序中非定於一尊的空間。民事起訴和刑事追訴二個程序最重要的不同，乃是在民事起訴的程序中，司法部一定要有「當事人」才得以進行。套用美國聯邦檢察官執業手冊（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中第5-12-111(a)條所說：「依照本部的政策和實務慣例，民事訴訟的起訴是依照相關部會首長的要求而開始發動。」所以，如果沒有其他行政機關的配合，縱然司法部想要就某一民事案件進行起訴也是不可以的。而且司法部如果發現有任何值得調查的可疑違法情事，司法部不得自行調查，一定要將相關訊息通知相關行政機關進行調查後，再移請司法部提起民事訴訟
。

在民事訴訟的起訴程序，通常是由行政機關的地方辦公室開始調查，如認為有提起民事訴訟的必要，則準備相關事證及移送公文，送由行政機關首長審核後送請司法部相關部門決定
。至於是否起訴及起訴後訴訟如何進行的決定均操在司法部手中，一般行政機關並無權力決定。但這種由司法部決定起訴與否及如何進行訴訟的通常模式，在實務的運作上，卻有很多例外，有的是司法部並無權決定是否起訴，有的則是司法部就是否起訴及起訴後的訴訟進行均無權決定。如根據公平住屋法（Fair Housing Act）及其1988年的修正案規定，住屋及都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對於住屋歧視（housing discrimination）的申訴經調查後認係有事實根據的，即可以住屋歧視者為被告，向行政法官(Administration Law Judge)提起訴訟，並由住屋及都市發展部法律總長辦公室（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的律師代表出庭為一切訴訟行為。但此時訴訟的兩造當事人的任一方可以選擇聯邦地方法院為聽審法院，如有一方做如此選擇時，往後在聯邦地方法院審理的程序中，住屋及都市發展部的政府律師即不再代表政府出庭，而是由司法部相關部門的律師出庭，而且司法部的律師不得拒絕。因此在此一程序中，司法部就此民事事件的起訴與否決定權即被限縮。

另外，有一些行政機關可以決定和決定如何著手進行民事訴訟案件，其中最重要的部會就是勞工部，依美國聯邦法典規定，勞工部的法務總長（Solicitor）就任何依職業安全健康法（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僱員測謊保護法（Employee Polygraph Protection Act）、家庭假及病假法（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規定所提起的民事訴訟程序中，可代表勞工部長出庭訴訟
。而更多的獨立行政機關對民事事件擁有獨立的訴訟權限，如證券交易委員會即是
。證券交易委員會本身設有一龐大的「執法部」（the Division of Enforcement），部內聘有為數不少的律師、會計師和調查員。執法部負責案件的初步審查，如經證券交易委員會委員開會同意（Commissioners）
和法務總長(General Counsel)的許可，則「執法部」可進行非正式的調查，如再經法務總長同意及委員會所簽發的正式調查命令（Formal Order of Investigation），則「執法部」可進行更一進步的正式調查。調查中的進行、終結、和解、是否採取相關行政作為或提起民事訴訟，或者是否移請司法部進行刑事追訴都必須由委員會根據「執法部」和法務總長的建議來做最後的決定。如果決定提起民事訴訟，則由「執法部」的律師代表出庭，負責該民事訴訟程序的訴訟工作。

III. 行政執行 (Administration Enforcement)

美國政府的行政機關在做出相關的行為行為時，如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或原子能源委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准許發給許可證或執照的決定；或者是退伍軍人事務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和社會安全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就社會保險金申請的給付決定；或者是環保署(EPA)或職業健康和安全委員會(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Commission)對於違反規定者決定罰鍰的科處等，為維護美國聯邦憲法所保障的正當法律程序，一定要經過具備審判型態，由行政法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主持的聽證程序，在聽證程序中，不管是傳喚證人、提出證據或交互詰問等訴訟行為，都是由該行政機關內的政府律師所處理，而非司法部的律師所能插手。

IV. 訴訟辯護(Defensive Actions)

政府行政機關並不是永遠都居於原告地位的，行政機關的任何行政作為都有可能出錯或被挑戰的時候，也許是許可證的准駁，也許是行政罰鍰的科處，也許是一個行政作為不合法律規定，更有可能是一個行政不作為等。只要是行政機關做為被告，如同民事起訴程序一樣，通常都由司法部代表出庭應訴。但該行政機關如本身即有民事起訴的權限，則一樣具有以被告身分應訴的權力。

V. 聯邦最高法院訴訟(Supreme Court Litigation)

向聯邦最高法院的提起上訴是所有政府訴訟工作中，事權最統一集中的一項。司法部的法律總長（Solicitor General）辦公室幾乎負責所有的聯邦最高法院訴訟工作，而少數例外的案子，也都是經過法律總長的同意。就算少數有權可以直接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的行政機關，亦不能由其機關所屬之政府律師出庭，僅能由司法部法律總長辦公室的律師代表出庭。

2. 法律諮詢

I. 法律諮詢工作的架構—分散事權（Decentralization）

自從羅斯福總統新政時期所發布的第6166號行政命令之後，司法部雖獨佔了大部分行政機關的訴訟工作，但因應政府積極多元行政的的要求，相關的行政法規和行政行為日益繁雜，再加上第6166號行政命令及國會日後訂定的配套法規，對於法律諮詢此項工作由何機關負責並未表示意見，亦被視為是對法律諮詢工作應該分散（decentralization）給各行政機關的背書
。雖然從1789年的司法法（Judiciary Act）以來，一直到目前美國聯邦法典第28章第512條都規定，部會首長就其部會內行政所生之相關法律問題，得請求司法部長提供法律意見。但實際操作上，司法部一年內提供給各部會機關的正式法律意見聊聊可數，比起各部會機關實際面對的眾多法律問題僅屬杯水車薪。更重要的是，各部會機關實際面臨的很多問題，司法部不能堅持一定要出具意見，各部會機關一定要自己面對，如機關間就一法律問題有爭執時，僅有在此一法律問題有涉訟的必要時，此一爭執才會提請司法部長表示法律意見，如無涉訟必要時，機關間就必須自己解決
。況且，各部會機關為保持自己行政上的自主性，司法部的正式出具的法律意見當然是越少越好。因此，關於法律諮詢工作都是各部會機關的政府律師自行負責，各部會機關自己聘用的政府律師數目也遠多於司法部的政府律師，以應付自己機關內部大量的法律議題，而非向司法部請求提供法律意見或協助。美國學者Michael Herz更進一步指出，美國聯邦政府對於法律諮詢工作的部分之所以採取「分散事權」的架構機制，更多是因為下列因素所得出的合理判斷
：

a. 務實原則（Practicalities）

隨著政府角色及功能的複雜多元化之後，聯邦行政機關數量快速成長，相關政策、計劃方案也日益複雜，如果將目前分散到各部會機關自行負責的法律諮詢的工作，全部集中給司法部去負責，一方面，司法部的組織將大到讓人無法辨識，另一方面，也將遠遠超越司法部長能夠合理、有效監督的能力。

b. 專業的尊重(Expertise)

司法部雖有依各項法律事務而設有不同的局處負責，但在司法部內任職的律師仍然只能算是通才（generalist）。尤其是司法部法律諮詢局（the Office of Legal Counsel, 簡稱OLC）的政府律師，他們負責提供各項法律意見，考慮各種法律議題，並沒有一定侷限於環境、反托拉斯、民事不等的單項法律。而法律諮詢局以外的其他司法部政府律師，基本上他們的專長也訴訟一項。只有各行政機關內自己的政府律師，才會對於該行政機關所主管的實體法律內容有充分的了解和足夠的實務經驗，也才能夠提供最適切的法律意見給該行政機關做為施政的參考。

c. 聯邦主義（Federalism）

和中央集權的政府體制比較起來，聯邦制度的最大優勢在於有彈性，因事因地制宜。而在討論政府機關的法律諮詢工作的架構時，將事權分散給各行政機關的架構也可以看到這樣的優勢。而從法院不將第一審的訴訟事件由聯邦最高法院負責的審級制度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件訴訟經由下級法院的過濾，透過不同主張、辯論和觀點的呈現，訴訟的爭點更容易釐清，聯邦最高法院也更容易掌握案件重點所在，公平合理的對此一事件做出判斷。相同的，允許各個行政機關就其主管法規所生的法律議題，有各自的法律諮詢功能，則各種不同相關的的觀點將被充分討論，一個完善的具體解決方案也將被發展出來。所以在實務的操作上，司法部法律諮詢局（OLC）絕不會在提問機關沒有準備並提出自己對提問問題的分析報告和解決腹案時，出具正式的法律意見。而為了避免提問機關用以規避自己承擔棘手問題的責任而一再的向司法部請求提供法律意見，法律諮詢局（OLC）也會要求提問機關事先提供意見，以利法律諮詢局（OLC）釐清爭點並了解該行政機關意見形成背後的背景知識。雖然聯邦制度有互不一致和無效率(inconsistency and inefficiency)的缺點，但這就是分事制宜，靈活彈性必須付出的代價，而且事權統一的優點很容易就被誇大，如考量所有的因素，分散事權所得的利益還是遠大於其所付出的代價的。

d. 強化國會權力（Maximizing Congressional Power）

目前美國聯邦政府的法律諮詢工作的架構之所以分散事權交由各行政機關負責，並不必然是因為是以上的理由都言之成理，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反而是美國國會將會因此種架構而使它的權力更加強化。此可從二方面來看，首先，因為國會需要充分的資訊來監督行政部門，而從其他行政部會機關取得資訊是要比從司法部來的容易。因為其他行政部會機關的法務總長為使機關預算、法案能在國會獲得支持，或為了避免國會監督聽證會中不愉快的質詢，都會和國會保持良好的關係，而提供資訊則是和國會保持密切良好關係最便宜的捷徑。其次，各行政部會機關的法務總長雖然是由總統提名，但他們和總統的關係並不像司法部長和總統的關係那麼密切。司法部長是內閣部會的一員，通常也是總統競選活動當中最主要的支持者，對總統的忠誠大多來自於私人的情誼。而各部會機關的法務總長對總統則沒有這麼強烈的忠誠義務，反而是和該機關首長、法案，甚至是國會有更密切的關聯。因此，將聯邦政府法律諮詢工作分由各行政機關自行負責，則各行政機關的法務總長將更遠離白宮的監督和干涉，國會的權力也獲得更進一步的擴張。簡言之，給各行政部會機關更多的權力，意味著削減總統的權力。而總統權的弱化，則代表了國會權力的強化。另外，國會對各行政機關主管法規的解釋，常透過聽證會來監督控制，而這聽證會對各行政機關的法務總長通常是必須服從的，但對司法部的政府律師來講卻甚少服從。所以，授予更多的權力給各行政機關的法務總長，也代表著國會更有辦法可以影響各行政機關的政策。

e. 符合總統各個擊破的策略（the President’s Strategy of Divide and Conquer）

國會並不是這種分散法律諮詢工作架構下的惟一受益者，總統也是此種設計的受益者。因為第一，各個行政部會機關都是總統行政的一部分，以上所述將法律諮詢工作分散由各行政機關負責的好處（務實、尊重專業及聯邦制度）對於總統的管理而言，不會比對國會的影響來得少，一個能有效率運作的部會機關對總統是百利無害的。第二，雖然司法部長和總統的關係非常密切，但誰能保證司法部長的理念利益會和總統永遠一致呢？如柯林頓總統就絕不願意讓司法部長Janet Reno去領導所有行政部會機關的法務總長。第三，總統永遠會將一個權力過度集中的人視為一個威脅，將法律諮詢工作集中由司法部長負責，雖然不會造成行政權的重大失衡，而使司法部長凌駕於總統之上，但司法部長監督各行政機關的職權將扮演非常有影響力的角色，這當然不是總統所樂見的。所以自尼克森總統開始，一直至第12291號行政命令的公佈，這監督各行政機關的角色是由總統更能夠信任的白宮管理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簡稱OMB)所擔任，而不是司法部長。

II. 法律諮詢工作的內容

司法部以外的各行政部會機關政府律師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提供法律意見，並指導機關內其他公務員在擬定政策、法案時，知道法律規定的限制在那裡，什麼是法律允許可以做的，什麼是不能做的。所有行政部會機關都會經由法規制定（Rule-making）來實現該機關重要的政策，而所制定的法規都必須有法律的授權，更要符合其授權的法律的相關規定。這些把關的工作就落在各行政部會機關內的政府律師身上，尤其是法務總長對該機關擬提出的施政計劃、草案和法案的審查，更是扮演非常吃重的角色，他的意見往往能決定該機關所能採取的行動為何。因此，各行政機關的政府律師通常在該機關草擬法規、法案的初期即參與法律意見的提供，而不是在法規成形之後才來審核是否可行。更重要的是，因為各行政部會機關制定各項法規的結果，隨時都會被受損害的當事人提起訴訟而請求司法審查，因此，各行政部會機關的政府律師對於法規制定的結果，在將來可能在法庭被挑戰的各種考量，都要在法規制定過程中，向相關機關負責決定的主管分析，提出因應對策。

各行政部會機關的政府律師在法律諮詢工作，主要是表現在下列的角色：

a. 解釋者（Interpreter）
行政機關行使職權一定要依據該機關的相關法規行事，然而國會在制定授權行政機關的相關法規時，並不一定會使用精確無誤的用語，所以法規文字容有疑義時，各部會機關的政府律師即扮演法規解釋者的角色。而最高聯邦法院在1984年雪佛蘭（Chevron）案件
的判決，更加強政府律師此一角色的重要性。在雪佛蘭案中，最高聯邦法院判決認為，如果法院無法從法規的文字當中找到一個明確的依據，換句話說，國會就系爭問題並未明白表示意見或出現模糊空間時，法院對行政機關依據法規就系爭問題的解釋，就必須予以尊重
。因此，縱然是素孚眾望的法官被請求對系爭法規意義表示意見時，也不能改變可能是由行政機關資淺律師就該法規真義為何所表示的解釋意見。但諷刺的是，雪佛蘭案的判決結果卻可能使行政機關內政府律師的內部意見主導權降低。因為既然法院對於行政機關就模糊不清的法規文字真義為何所為的解釋都會尊重，那麼機關內政府律師是否能夠預測法院會如何解讀模糊的法規意義的能力就不是那麼的重要。這樣也就表示行政機關內其他技術官員的專業意見和負責政策制定官員的經驗都是和政府律師的法律專業意見同等重要，亦即適用雪佛蘭案判決的結果，實際上是更重視各行政機關的專業和所制定的政策，而不僅僅是機關內政府律師的法規解釋能力而已。然而，實務上審查的法院發現系爭法規的意義明確，並不須要進一步依照雪佛蘭法則，進行第二部審查
的情形相當普遍，各行政部會機關內的政府律師仍然在法規的解釋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b. 程序維護者（Proceduralist）

美國聯邦憲法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要求政府在採取會影響人民生命、自由、財產的行政作為時，必須注意程序的合法。而美國國會也制定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規定行政機關必須遵守的程序事項。因此各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時，一定要遵守相關程序規定。而機關內的政府律師受過法律專業訓練，知道法規的程序要求，所以政府律師對各機關在研擬規範該機關和外部第三人的正式程序的法規是相當的重要。而且政府律師對所屬行政機關的日常行政作為是否符合法規的要求也要負起監督的責任。

c.  謄寫員（Scrivener）

行政機關所制定的法規本文或導言(Preambles)都屬於法律文件，一定會受到各方嚴格的檢視，包括受影響當事人所聘請的律師和負責審查的法官。因此，在起草的程序中，對法規的文字務必要求明確，並保存該機關就法規重大議題所議定對策方案及立法理由等相關的紀錄，以提供各界參考。                                                                                                   所以行政機關的政府律師就是該機關的文字匠，要負責法規本文、導言及相關參考文件文字的精準及潤飾。

3. 司法部和其他行政部會機關法務總長辦公室的關係

1977年，當時的司法部長Griffin Bell曾說：「共有19,479位律師（其中有3,806位律師在司法部工作）散布在各行政部會機關內執行類似律師（lawyer-like）的功能，包括準備法律備忘錄，提供法律意見和草擬法規。所有行政機關不論大小，都設有一個法務總長（General Counsel）。雖然本人身為行政部門內負責法律事務的最高官員，但本人深知，除在審理中的訴訟案件外，本人對於司法部以外的律師幾乎沒辦法指揮或控管。」這段話充分顯示司法部和其他行政機關法務總辦公室的緊張關係。司法部的律師對於其他行政機關的律師並不信任，因為司法部的律師職位通常享有較高的聲望，而且司法部的律師容易認為其他行政機關的律師太過專注於所屬機關政策的達成，以致無法保持中立嚴格遵守法規的要求。而這緊張關係更因為司法部獨占出庭訴訟的工作而加劇，因為行政機關的律師認為他們所負責的案件在經過數月或數年的努力，來到最緊要的關頭時，竟被轉移到一個對案件毫無所悉的訴訟通才律師。而司法部的律師則會認為，所有在訴訟上的挑戰或挫敗都是機關律師在司法部負責該案件之前就已經造成的錯誤所致。

而在法律諮詢工作方面，美國聯邦憲法第28章第512條規定，任何行政部會機關首長就其部會內行政所生之相關法律問題，得請求司法部長提供法律意見，但長久以來，對於司法部長所提出法律意見的拘束力究竟如何，始終沒有一個定論。理論上，司法部法律諮詢局（OLC）所出具的法律意見確實具有拘束力，提問機關也必須予以遵守。但實際上，並沒有一個機制來監督行政機關是否會遵守，也沒有一個實證研究，有多少法律諮詢局（OLC）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是被遵守的，所以未被遵守的情況是有可能發生的。其他行政機關的法務總長辦公室聘請很多對所屬機關主管業務非常專門，而且對自己專業領域相當自信的律師，他們對於司法部對於他們機關意見的支持，是否會因專長、立場或其他利益而有所動搖是相當有疑慮的。更何況，理論上他們必須遵守司法部的法律意見，一旦司法部出具的法律意見和他們立場相左時，將出現極為棘手的尷尬的處境。正因為向司法部尋求法律意見的提供是有相當風險性的，所以其他行政機關的律師通常會在決定向司法部請求出具法律意見之前，先私下非正式的向法律諮詢局（OLC）詢問相關意見。

雖說其他行政機關向司法部請求出具正式法律意見是有一定的風險，但在其他行政機關會因此而獲得一定政治利益，甚至有利其策略的進行時，就算是法律層面可能不利，其他行政機關仍舊會向司法部請求出具正式的法律意見。例如環保署就關於工廠廢棄物清除的許可須要公眾審查的政策與白宮立場不同，但國會認為須要經公眾審查時，身處在二大政治勢力下的環保署在策略上即可向司法部請求出具法律意見以求自保。因為司法部的法律意見如果和環保署一致，則環保署可據此對抗總統的壓力。反之，應付國會壓力的問題，將是司法部要煩惱的，而不是環保署。

2、 地方政府政府律師的工作內容

因為各州或各地方政府對其負責法律事務工作的機關所賦予的職權，常因各州憲法或相關法規的規定不同而有所差異。所以，就各級地方行政機關內的政府律師的工作內容，並無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不過，大體而言，各級地方政府政府律師的工作內容，原則上和聯邦政府行政機關內的政府律師一樣，不脫「出庭訴訟」和「法律諮詢」兩項工作的範圍。但此二項工作的在各級地政府裡的區別，並不像聯邦政府將出庭訴訟的工作大都分由司法部負責，法律諮詢的工作則由其他行政部會機關自行負責的架構一樣分割的那樣清楚。如州檢察長是該州負責法律工作的最高官員，除了必須代表州出庭訴訟之外，也常常是州其他行政機關的法律顧問。這其間的差別，就在於各級地方政府的政府律師首長，如州檢察長或地方檢察官等，大部分都是民選的，是具有民意基礎的，所以他們的權力可以獨立於州長等地方行政首長之外，如此才能使州檢察長在提供法律意見給州政府官員，或行使準立法功能的相關工作時，如草擬州法規，確保州長的權力不會獨大。

雖各級地方政府的法律事務工作事權是否集中統一，亦須視相關州憲法、地方法規如何規定而定，不過大體上的趨勢是往集中事權的方向發展。如全國州檢察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 General，簡稱NAAG）不僅在1971年決議：1、州檢察長應該擁有僱用自己辦公室律師及代表州出庭訴訟的惟一權力。2、州行政機關內所有從事法律工作的雇員都必須服從州檢察長的監督。且州檢察長有權決定上開雇員的薪資、福利、職等及其他人事事項。另外在1976年所出版的一份報告更指出，將法律事務工作事權統一的好處不僅會增加法律工作的效率，也能使政府機關的法律主張前後一致。同時事權統一的結果，將使律師們保持經常性的接觸，對於團隊合作的精神也大有助益。另外，州檢察長辦公室在法律工作的研擬、審查和決定等程序也比其他州行政機關的政府律師提出的法律意見的程序來的嚴謹完整，因其他州行政機關通常只配置一名律師，其在提出的法律意見並沒有機會受到其他人的審查。最後，如果由州檢察長負責所有關於州的法律工作，那麼州檢察長辦公室和其他州行政機關的職責將更容易區分清楚
。目前，雖然大部分州是由州檢察長辦公室單獨提供法律服務，但因為每一州在州檢察長辦公室以外，州其他行政關或多或少都有僱用些律師，所以還有例外情形。如至少有包括佛羅里達州、肯達基州、密西西比州、蒙大拿州、南卡羅萊納州和德州，其他州行政機關不僅可以僱用自己的律師（有的州僱用時要經過州檢察長的同意），而且所僱用的律師也不受州檢察長的監督。但依全國州檢察長協會在1987年所做的調查，大多數州的州檢察長均表示其他行政機關所聘用的律師仍受他們的控制，包括薪資、昇遷和每天工作的監督
。

5、 美國政府律師之職業倫理
1、 政府律師的角色

政府律師比起私人執業律師，更有責任去追求公共利益。私人執業律師代表當事人個人的利益，並沒有職業義務要求他們在個案的處理中，追求公平結果或所謂的正義。私人執業律師只對於當事人客戶所委託的案件有忠誠（loyalty）、熱忱任事(zeal)及保密(confidentiality)的義務，只要在法律的許可範圍之內，在不誤導法院及不正當傷害第三人利益的情況下
，私人律師可以採取各種對其當事人有利的訴訟策略。例如，縱私人辯護律師明知原告請求是合法有效的，但仍可以抗辯對造請求已罹於追訴時效（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因而不得起訴請求。相對的，「傳統智慧都建議熱忱積極的的代表客戶，對政府律師並不適當。大多數法官和律師，在考慮政府律師的倫理責任時，都認為政府律師在為政府辯護時，必須將正義的利益列為重點。」
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Berger v. United States 案件
中認為，「美國聯邦檢察官所代表的並不是一般訴訟爭執的當事人，而是必須公正不倚統治全民的國家主權。因此，在刑事追訴時，國家主權的利益並非打贏官司，而是實現正義。正因如此，在明確且專有的意義上，美國聯邦檢察官是法律的僕人，其職責目的在使有罪者無所遁逃，否則，將使無辜者承受不利益。」而美國聯邦華盛頓特區巡迴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在Freeport-McMoRan Oil & Gas Co.v. 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案件中說「很驚訝的，聯邦行政機關的律師竟然會臉不紅的認為把對手打到投降遠比政府律師的義務重要。」另外，美國律師公會在「職業責任模範準則」（Model Cod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亦表示，「政府律師在民事訴訟及行政程序中，有責任追求正義，並要排除進行明顯不公平的訴訟。」
甚至，美國司法部在其大樓牆上，刻下「只有人民的正義在法庭實現時，美國政府才算贏得訴訟（The United States wins its point whenever Justice is done its citizens in the courts）」這句格言，可知政府律師的角色迴異於私人執業律師。

私人執業律師的職業倫理要求對當事人的忠誠，但在探討政府律師的職業倫理時，政府律師的當事人究竟是誰？究竟是其任職的行政機關首長？其任職的行政機關？還是整個行政部門（Executive Branch）？整個政府（the government as a whole）？還是社會大眾？往往引發極大的爭議而不易認定，也因此對政府律師相關的拒絕證言權、保密義務及利益衝突等倫理規範的討論帶來相當大的困擾。歸根究底，這個問題複雜的來源即來自對政府律師角色的認知不同。美國學界對此問題，大致可分以下學說：

1. 公眾利益說（Public Interest Approach）
有人認為，政府是由人民組成，所以政府律師的當事人當然是人民全體。
更何況，政府律師比起私人律師，擁有更豐沛的資源，為避免政府壓迫人民，賦予政府律師公平的義務是必須的
。換句話說，政府律師就是要服務大眾，以公眾利益做為政府律師的當事人。政府律師在做判斷時，應該考慮這判斷將會對公眾利益產生何種衝擊，而不是考慮其所服務機關，甚或是其上級長官會如何想。但這種說法，雖有限制政府律師濫用律師權力（如在安隆弊案中，該公司律師都辯解說因對當事人有保密義務的倫理義務使得他們無能為力
）的好處，但什麼是「公眾利益」，是很主觀的，要決定什麼事項是符合公眾利益，並沒有明確的標準；由誰來決定什麼是公眾利益，更是一大問題。就像有學者批評：「這是非常普遍的，有多少人在考慮什麼是「公眾利益」時，就有多少不同的觀念。…如果容許一個律師僅因其個人主觀所認定的公眾利益，就能夠恣意破壞他所屬機關的行政作為，一個組織渙散而沒有效率且不獲大眾信任的行政機關將不可避免的出現。」
尤其在民主社會裡，「公眾利益」的概念的爭議在所難免，更不可以將不同觀念的「公眾利益」的競爭，交由政府律師來做決定
。因此，決不能任憑政府律師的特有癖好來決定什麼是「公眾利益」
。晚近，有支持政府律師應為公眾利益服務的學者認為，從相關的成文法規、行政規定及法院的判決等資料中，都提供足以推論什麼是「公眾利益」的標準，也就是說，這些標準是明確的，足以提供政府律師在決定什麼是「公眾利益」時的指導方針
。很明顯的，成文法規、行政規定或法院判決內的意見，雖可做為認定「公眾利益」的標準，但這些資料中的那部分意見可據以判斷何種公眾利益，仍有待政府律師自身主觀的闡述，則此種標準仍陷入人言人殊的困境，其明確性仍在未定之天。更何況就算成文法規、行政規定或法院判決有具體的「公眾利益」的呈現，但成文法規、行政規定的制定，是很多利益的衝撞和妥協而來，更有許多政治和預算的考量在內，立法者支持一個法案的通過，有時並非出自增進公眾利益的考量，而只是為交換其他立法者能夠支持自己法案的需求，因此成文法規、行政規定，只能認為是一個立法或行政過程的決定，而不能認為是普世都能接受的公眾利益的呈現。至於法院判決是在解釋法律，如所解釋的法律已不足以代表公眾利益，更何況法院判決本身。而且律師雖然要尊重司法先例，但並不是毫無條件盲目的接受司法判決的意見，仍應針對所處理的個案，搜集更多和該案有關的司法先例，並加以區別研究，找出最佳的法律策略，因此法院判決亦僅能做認定公眾利益的參考，並非絕對標準
。再者成文法規、行政規定或法院判決的意見都是針對過去已固定的事實來認定，在政府律師從事一項法令或政策的修正的情況下，過去認定的「公眾利益」不一定適用將修正的法令或政策。故有學者認為此種論點仍有待斟酌。

2. 全體政府說(Government-as-a-whole Approach)

此說認為在行政部門（Executive Branch）是全體政府的一部分，負責執行立法部門（Legislative Branch，即美國國會）所制定的法律，及遵照司法部門（Judicial Branch,即法院）解釋的意見採取行政作為，因此在行政部門機關任職的政府律師，不僅代表行政部門而已，實際上也代表其他二個部門。此從美國司法部聯邦助理檢察官是代表美國（United States as a whole）出庭訴訟的情形即可推知。
但實際上，行政、立法、司法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代表去維護本身利益，而且各部門彼此間的歧見也所在多有，強說行政部門的政府律師是代表整個政府根本是不可能，也將嚴重侵蝕三權分立理論中最重要的權力制衡機制。因為權力制衡機制必須依賴政府律師對機關的忠誠，在一個政府律師必須以全體政府利益凌駕於其所屬行政機關利益的體系內將導致無數的衝突
。

3. 行政機關說(Agency Approach)
此說認為因為政府律師的薪水是其所任職的行政機關所支付，而其從事的業務也是其所屬機關指派，給就如同私人律師的當事人委託事務並付費給私人律師一樣，所以政府律師政府律師所任職的行政機關就是當事人
，因此政府律師對其所任職的行政機關負有和一般私人執業律師對其當事人相等的義務和責任。此說更進一步說明，不管該機關的的政策主張可能有不公平的情形出現，政府律師對所屬機關的政策主張仍應善加辯護，認真提供法律論點支持
。同樣的，根據此一學說論點，政府律師對其所屬機關的機密資訊絕不可向公眾或其他政府部門揭露，否則將違背其職務要求
。此說的優點在於提供了明確的「當事人」標準，使相關職業倫理規則易於適用。而且釐清了政府律師權力和責任的界限，並提升民主責任政治，因為在此理論之下，機關政策的決定裁量權完全落在機關負責決定政策的官員身上，政府律師在其代表過程僅能依該官員的決策行事，並不允許他去評量政策裁量的決定是否正確或合理公平。也因此降低政府律師無視機關政策傾向，擅以自己意見隨意衝撞機關政策的危險。政府律師將被導引至僅對政治任命的機關首長負責，最終對行政部門的最高首長即總統負責，以總統為代表的行政部門的政策也將被忠實的執行。

美國聯邦律師協會（Federal Bar Association）的職業倫理委員會在西元一九七三年公布的第73-1號意見（Opinion 73-1）,主張政府律師的當事人「是其受僱的行政機關」（is the agency where he is employed）
。而聯邦律師協會全國委員會在同年所通過採用的聯邦倫理論點（The Federal Ethical Consideration）F.E.C.-5-1.條中，認為「聯邦律師對其受僱的機關部門負直接的職業責任，並根據所屬機關部門特有的公共利益職責來履行該責任。」雖然該條文中有提到公共利益，但並不表示政府律師必須尊重該機關特有的公共利益職責
。另外華盛頓特區律師協會政府律師與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特別委員會（The Distric of Columbia Bar Special Committee of Government Lawyers and the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s）在西元一九八八年所出版的報告中，亦採取同樣見解，該報告並強調此一見解將提供政府律師關於律師當事人關係認定上，一個具體明確的界限，使政府律師在大多數的情形下，可以明確決定自已的責任與義務所在，也使機關首長能夠像私人當事人倚賴私人律師一樣的借重政府律師，更能使華盛頓特區律師協會所有律師會員都能夠遵守同樣的懲戒規則，無論是私人律師或政府律師。
。另外從美國律師公會所制定的「職業行為模範規則」（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t）第1．13條規則（關於在團體組織任職之律師如發現機關內的成員有從事或應為而不為致損害團體組織利益情事時，應向該團體內適當長官甚或是最高首長舉發）之評論9提到本條之規定也適用於政府律師，因此有學者也據此認為政府律師的當事人是其所服務的行政機關，而不是行政機關內的個人。
而接受筆者訪談的Barrie Althoff先生和華盛頓州州檢察長辦公室駐華盛頓大學的助理州檢察官(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Quentin Yerxa 和Paul A. Olsen二位先生也都認為政府律師的當事人就是其所服務的行政機關。

雖然此一理論明確且容易適用，但其並非毫無批評的。有人認為實則政府律師的責任是經由政府機關組織的官僚結構、法規及憲法等相關規定塑造而成，例如，依內部檢舉的相關法律（whistle-blower laws）規定，政府律師有義務對於機關內的賄賂情事向司法部檢舉，此無異以法規取代了律師的職業倫理規範
。也有人認為在一個民主社會裡，行政機關要適當履行機關職責，應賦予政府律師更大的裁量權以反映真正公共價值所在
。

政府律師的角色究為如何？其服務的當事人究竟是誰？是一個沒有固定答案而且困難的問題。就像紐約州南區聯邦地方法院在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 v. Pataki案
中所說：「當案件牽涉到政府實體時，要確認誰是政府的當事人是一件相當複雜的事情」。美國法律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所出版的「管理律師法之法律重述」（The Restatement of Law Governing Lawyers）第97條評論c一開始也指出「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政府律師當事人的定義是不可能的」而美國實務及學術界就此一問題仍在爭執之中，甚或有人認為這個問題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問題。
其實，在行政機關任職的政府律師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除了是機關內的法律專家，負責草擬法案、進行訴訟之外，更必須負責行政機關執行政策所須的相關法務工作。而行政機關在執行政策時並非閉門造車，必須有公眾的參與來形成政策，使其政策符合民正當性而具備合法性，政府律師在促使公眾參與形成政策的過程中即扮演關鍵角色。這過程中政府律師必須注意所有的利益和不同當事人，並儘可能協調所有的利益，而不是只注重單一利益，所以機關的政策主張和公眾利益的抽象概念都是政府律師在幫助形成政策過程中很重要的考量，不能一味主張機關政策主張或公眾利益是惟一的選擇。因此，不論政府律師的當事人是公眾利益、政府全體還是其所服務的行政機關，也許都只點出了政府律師眾多角色的一部分。也許更應該說，雖然政府律師大部分的工作和私人律師一樣，都必須提供當前適用法律的諮詢意見，並幫助形成法律主張。但基於上述的觀點，政府律師的角色，實在不應該只用傳統規範私人律師那一套當事人–律師關係（client-lawyer relationship）理論來理解。

2、 政府律師的相關倫理規範

政府律師也是律師，也和一般律師一樣，必須遵守律師職業倫理規範，但因政府律師的角色如前所述一樣，同樣負有促進公共利益的職責，而且政府律師身居政府單位之中，享有比一般私人律師更豐富的資源，其職業倫理的要求自與一般律師不盡相同。而在美國實務上，從尼克森總統主政時代的水門案件開始，一連串政府律師的行為在職業倫理規範及相關法令規定的範疇之下所引起的效應，也在美國法院實務和學術界引起熱烈的討論，其中有關政府律師拒絕證言權、保密義務與吹哨者保護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的關係和利益衝突等最引人注目，故本節將就此三項職業倫理議題分別討論如下：

1. .律師拒絕證言權（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律師拒絕證言權是證據法上的權利，為使當事人能夠毫無恐懼，充分自由的提供所有資訊給律師參考，以利律師正確適當提供法律意見，擬定法律策略，當事人與律師之間所有的溝通內容必須視為機密。在沒有當事人的同意之下，律師不得出庭就其和當事人間溝通的內容作證，藉以保障律師和當事人間坦誠完全溝通的自由。律師拒絕證言權是當事人的權利，而不是律師的權利。雖然律師拒絕證言權通常會「減損真相的追求」（derogation of the search for truth）
，而且會和「每個人有出庭作證義務」（public has a right to every man’s evidence）的基本法諺相抵觸。但藉由律師拒絕證言權保護律師和當事人間溝通內容的秘密，不但可以提升了律師在當事人間的關係，同時，間接促進我們法律制度的正常運作
。結果也增進了人民守法和司法行政的公共利益
。因為律師拒絕證言權與真實的發現在本質上即有衝突，所以律師拒絕證言權並不是絕對的，為防止被濫用而妨害真相的追求，是要經過法院嚴格的闡述。所以，拒絕證言權「只有在最嚴格範圍內允許拒絕作證的公共利益遠大於通常用來發現真實所用合理方法的普遍原則時」（only to the very limited extent that permitting a refusal to testify…has a public good transcending he normally predominant principle of utizing all national means for ascertaining truth）才被承認。而為適用拒絕證言權，允許拒絕作證所生的公共利益必須高度清楚明確
。

在政府律師拒絕證言權的適用上，原先美國實務及學術界長久以來即認為在某些情形之下，政府律師是可以主張拒絕證言權的，但自從柯林頓總統的白水案及柳文斯基案發生以來，這種情況似乎有了變化，政府律師的拒絕證言權的問題不再像私人執業律師及公司法務律師的拒絕證言權那般明確清楚，甚至讓人更加迷惑，更有學者認為這問題讓政府律師感覺像在「法律無人之境」（legal no-man’s land）
，尤其是在刑事案件的訴訟中，政府律師的拒絕證言權似乎已不復存在，以下僅就此一發展趨勢做一回顧。

在柯林頓總統白水案和柳文斯基案件發生以前，不論是聯邦法院
或州法院
都有相當多的案例承認政府律師拒絕證言權的存在。如Green v.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案件中，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重申印地安那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的意見，強調政府律師拒絕證言權可以促進政府官員在行使政府功能時與政府律師之間坦白的溝通。而德州上訴法院在Markowski v. City of Marlin案
中表示為避免重要機密資料被揭露的危險，政府機關和一般私人一樣都有律師拒絕證言權。但該法院也同時認為，政府機關主張拒絕證言權時，仍應提供主張應秘密的文件或溝通內容給法院做秘密審查。另外，未被採用的聯邦證據法(Federal Rule of Evidence)草案第503條也被引用做為支持政府律師拒絕證言權的理論基礎。因為該條將律師拒絕權的「當事人」定義為「個人，政府官員或者是公司法人、組織協會或者無論是公立或私人的機關或實體」（person, public officer, or corporation, association, or other organization or entity, either public or private），而且該草案的諮商會議紀錄則明白表示，政府組織和律師溝通內容有律師拒絕證言權的適用。雖然，美國司法實務同意政府機關有律師拒絕證言權的適用，但並沒有明確的適用範圍，亦即並未明白區分在何種訴訟程序可以主張拒絕證言權，但白水案發生後即產生了明顯變化。

美國聯邦華盛頓特區上訴巡迴法院特別部門（Special Division）在西元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三日，依獨立檢察官法
命令獨立檢察官（Independent Counsel）肯尼斯．史塔（Kenneth Star）調查柯林頓總統及其夫人和白水開發營造公司、麥迪遜格蘭迪儲蓄貸款組織的關係及相關違法事證，史塔檢察官乃向大陪審團請求對白宮發出「攜證出庭傳票」（subpoena duces tecum）,要求白宮提出所有從白宮法律顧問辦公室內的律師到柯林頓總統、柯林頓夫人所參加會議中的文件和筆記，白宮方面則援引律師拒絕證言權等理由，拒絕提出這些文件。剛開始，美國聯邦地方法院認為柯林頓夫人和白宮方面雖然是誤信，但都真正且合理的相信系爭的談話紀錄是機密不能外洩的，所以白宮方面拒絕證言權的主張是可以適用的。史塔檢察官不服上訴，美國聯邦第八巡迴上訴法院則在In re Grand Jury Subpoena Duces Tecum案中
表示，為公眾服務的職責要求政府機關和公務員必須揭露而不是刻意隱暪事實，而且行政機關的公務員，包括政府律師在內，依法律規定
，都有義務向司法部報告機關內其他公務員的刑事犯罪行為。基本上，在刑事程序裡，政府資料保密的需求應該次於政府牽涉到自己刑事程序正義的需求。因此，律師拒絕證言權在刑事司法調查程序中並不適用。該上訴法院同時指出，在牽涉到刑事犯罪的情形之下，保密的義務是要被犧牲的。如果政府官員害怕自己可能違反刑事法令，而希望他和律師之間之溝通內容可以保密，那麼他應該和自己的私人律師商談，而不是政府律師。因此該上訴法院判決認定，不管政府律師拒絕證言權是否存在，白宮方面不可以主張律師拒絕證言權來拒絕提供聯邦大陪審團可能據以起訴的相關資料。

繼之，獨立檢察官史塔在西元一九九八年為調查柯林頓總統與白宮實習生摩妮卡．柳文斯基（Monica Lewinsky）之間的醜聞事件中，是否有人教唆偽證、妨害司法、威脅證人及其他違反聯邦法律行為，乃向聯邦華盛頓特區地方法院聲請傳喚當時擔任白宮副法律顧問及總統助理的布魯斯．林賽(Bruce Lindsey)出庭作證，林賽在出庭作證時，拒絕回答特定問題，並引用律師拒絕證言權做為其支持的依據。史塔檢察官則引用前述In re Grand Jury Subpoena Duces Tecum案中法院的見解，認為政府律師的拒絕證言權在刑事追訴程序並無適用餘地。但聯邦華盛頓特區地方法院在此案件（In re Grand Jury Proceedings）
中認為，聯邦第八巡迴上訴法院將律師拒絕證言權區分民事、刑事程序而有不同適用，有重大意義，但須要有更詳細特定的規則以資適用。在需要其他政府機關提供資料來決定是否有犯罪存在的大陪審團調查程序中，政府機關要主張的律師拒絕證言權，必須夠格到足以平衡刑事司法系統的需要和政府機關法律意見保密的需求。只要大陪審團的傳票所要求提出的證據或證詞是重要的證據，而且該等證據在已盡合法而適當的努力之後，仍無法取得的情形下，政府機關即不得主張律師拒絕證言權。而本案獨立檢察官已詳述列舉林賽和總統之間的談話有調查的必要性，足以導出該談話是大陪審團調查的重要且有關連的證據，而且獨立檢察官已無其他合法方法可以取得該談話內容做為證據，所以，該法院認為林賽必須就其保留事項做證，而准許獨立檢察官的請求。白宮和柯林頓總統本人均對此案表示不服上訴，聯邦華盛頓特區巡迴上訴法院在此案（In re Lindsey
）一開始即討論往昔承認此政府律師拒絕證言權的司法先例，是依據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豁免條款第五項
發展出來，依第五項豁免條款規定，在機關是訴訟當事人一方時，所有機關內的備忘錄和文件，依法不得提供給另一造當事人。這一項豁免條款使機關內文件免於揭露的效果，就像一般律師拒絕證言權所保護的效果一樣。但該法院同時指出，與其說這項豁免條款本身創造律師拒絕證言權，不如說國會希望藉資訊自由法的規定，使行政機關不會失去證據法上傳統拒絕證言權所提供的保護。行政機關如同一般私人，在徵詢機關內律師的法律意見以保護自己的利益時，也有一樣的保密需求，為避免行政機關和律師間無法坦誠布公，政府律師拒絕證言權是有必要存在的。但該法院繼續表示，承認政府律師拒絕證言權與總統辦公室是否有資格主張律師證言權是兩碼子截然不同的事項。該法院認為，當一個行政機關的律師被傳喚到大陪審團前就該行政機關內被訴犯罪做證時，無論是論理和經驗，職責和傳統都要求該律師必須出庭做證。尤其關於聯邦犯罪的調查，尤其是政府機關的犯罪，政府律師和一般私人律師的立場是截然不同的。政府律師的職責不是為遭犯罪起訴的當事人辯護，也不能保護違法者不被曝光。政府律師依照法律和自己的良知，對人民公益負有職責，如果政府內有任何違法都該被揭露公開。該法院進一步表示，美國總統和行政部門所有成員，依聯邦憲法規定，有「忠實執行法律」
之責。再者，總統就職時都宣誓其將忠實執行總統職權，並極盡其所能保護、遵守美國憲法
。而每一個行政部門官員也都宣誓維護美國憲法
，因此不像私人執業律師，政府律師不能只對其所服務的行政機關效忠。另外，依照該法院也認為，依美國聯邦法典第28章第535（b）的規定，任何行政部門部會機關知悉任何政府官員或僱員有觸犯第18章（聯邦犯罪）的資料，都要立即向司法部長舉發。因此，政府律師有透露觸犯聯邦犯罪的證據的職責。最後，該法院判決認為政府律師在和當事人間溝通過程中，知悉任何關於刑事不法行為的資料，不得主張律師拒絕證言權，以保護此等資料在大陪審團的調查中不被透露。

另外，在西元2002年4月23日，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在In re A Witness Before the Special Grand Jury 2000-2案件
中，除再次重申基於政府律師負有對公眾忠誠的義務，政府律師不得在大陪審團的調查程序中主張律師拒絕證言權之外，並將適用範圍，由聯邦政府律師擴大到州政府律師。本案係聯邦檢察官在調查伊利諾州州長喬治•萊安（George Ryan）涉嫌「駕照索賄」（licenses for bribes）的貪污弊案時，要安排和在喬治州長擔任州務卿時，擔任州務卿辦公室首席法律顧問羅傑•比凱爾（Roger Bickel）訪談羅傑和喬治州長當時之間的談話內容，但喬治州長反對，並主張其並未放棄律師拒絕證言權。聯邦檢察官乃向大陪審團聲請傳票，強迫羅傑出庭應訊。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另外表示，允許政府官員濫用政府律師拒絕提供一般納稅人都會准許，可以證明財政不法勾當、官員失職或者權力濫用等相關證據，是非常不得體，而且也是對公共資產的濫用。

從上開四件司法判決可知，政府律師拒絕證言權在刑事訴訟程序，至少在大陪審團的調查程序中已不能主張。支持此判決者均從政府公務員係為公共利益服務為其等論理依據。但仍有不少反對者分別以下列理由反對
：（一）不得主張律師拒絕證言權的結果，將造成「寒蟬效應」，導致政府機關官員和政府律師之間不能坦誠布公的溝通。如當時白宮法律顧問Charlies F.C. Ruff在最高法院拒絕就In re Lindsey案調卷審查（Certiorari）後說，我們仍然相信律師拒絕證言權的範圍應包括政府官員和政府律師之間的對話。政府官員基於和政府律師之間坦誠充分的討論交流所做成的決策是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二）政府官員為避免其和政府律師之間的討論不被律師拒絕證言權所保護，政府官員自己聘請私人律師的情形將增加。但這一方面將增加政府員的經濟負擔，使政府工作不具吸引力，而無法留住人才。另一方面，政府律師的工作將更沒效率，因政府官員不信任政府律師，也必定不會將很多重大的資料交給政府律師，政府律師沒有這些資料做評估，其所做的評估也將失去準度。同時因政府官員只跟其私人律師商量結果，也會造成政府律師閒置。（三）政府官員聘用私人律師除了（二）項所述缺點之外，更可能造成軍事、外交或國家安全秘密的洩露，尤其是高階的政府官員的情形，如總統、副總統或內閣部會首長。因此即使支持政府律師不具拒絕證言權的人，如老布希總統的白宮法律顧問C. Boyden Gray,也主張在涉及國家安全事務的部分，仍有拒絕證言權的適用。

為減輕上述適用In re Lindsey等案件的缺點，美國實務界及學術界試圖提出幾種方法來補正。其中考夫法官（Judge Kopf）在In re Grand Jury Subpoena Duces Tecum案的不同意見書中認為，聯邦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Nixon案
所使用的平衡法則（balancing test），即應就行政特權
（executive privilege）所保護的機密和公眾利益加以權衡比較，在決定政府律師的拒絕證言權時亦有適用的餘地。而這權衡的過程包括1、政府機關必須一開始就證明，記載在傳票上的證據具有保密的關連性；2、秘密檢視文件；3、由法院權衡保密的必要和揭露證據的公共利益。但適用平衡法則的結果，政府官員必須等到法院依平衡法則判斷其和政府律師之間的談話內容有拒絕證言權的適用後，才可以主張拒絕證言權，這樣將導致拒絕證言權無從適用。因政府官員在和政府律師商談時，即應該知道是否有拒絕證言權的適用，而不是等到法院決定之後才知道可以主張拒絕證言權。而實際上，法院在判斷時，該待證事實已經透露出來，縱事後決定可以主張拒絕證言權也毫無助益。另外有學者認為，應就政府機關官員和政府律師所商談的內是否為私人事項或公共事項；及是否與現在犯罪調查有關來決定有無拒絕證言權的適用
。更有人認為這有待證據法和律師職業倫理法規的修正來提供明確而且一致的適用
。

2. 保密的義務(Duty of Confidentiality)
律師保密義務和前述的拒絕證言權並不相同，保密義務是基於職業倫理所生的義務，而拒絕證言權則是證據法上的權利。拒絕證言權只有在律師因司法程序案件被傳喚就當事人相關事項作證或被要求提出與當事人相關的證據時才有適用。但保密義務還包括了其他法律規定須要從律師那裡取得證據的情形。甚者，保密義務所保護的秘密並不侷限在律師與當事人間溝通的事項，只要是律師在代表當事人過程中所獲知與當事人相關的事項，不論來源為何，都在保護的範圍之內。

政府律師保密的義務和私人執業律師並不相同，主要是因為
：（一）政府律師保密的義務並不是只來自證據法的律師拒絕證言權或者職業倫理規範中的保密義務，更多是來自很多法規的要求。如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對於政府律師每天所處理的文件、紀錄及相關資訊，在一定的條件之下，都要求必須對公眾公開。這等於是解除了政府律師對這些法條規定下必須對民眾開放的相關文件的保密義務。政府等於是事先同意，授權政府律師可以揭露這些資訊。而且政府律師比起私人律師來說，政府律師所處理的事務中，有相當多是高度機密且敏感的，如軍事機密、和外國政府交涉的敏感資料、大陪審團調查聯邦犯罪的會議紀錄，或者是諸如納稅紀錄、醫療病歷及商業機密等個人穩私或公司機密的事項，都有相當多的法規要求政府律師不准洩露、濫用或傳播因業務上知悉的機密事項
。（二）美國政府組織係依照權力分立制衡原理設計，依美國聯邦憲法規定，總統有行政權，國會有立法權。但實際運作的情形，卻是錯綜複雜，並非如此清楚。在一個多元社會裡，國會為反應不同利益團體的意見，常常創設一些在某種程度上，總統行政權力無法控制的獨立行政機關。另一方面，行政權的權力運作，也包含立法授權或本質上屬於立法權的行政命令、機關行政規則等權力。國會會將特定事務的行政決定權授權給特定官員而免除白宮的干預，如出庭訴訟權雖然大部分都是由司法部掌管，但國會至少通過上百種立法，賦予特定機關不同程度訴訟權。所以政府律師在執行職務時，必須注意這些不適用在一般私人律師的相關法律規定
。

最近在美國實務上出現相當多的政府律師出面檢舉機關內部不法行為的案例，如西元二ΟΟ二年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之一Coleen Rowley，是聯邦調查局明尼亞波利市辦公室（Minneapolis FBI office）的一名職員律師，在二ΟΟ二年五月間，寫了長達十三頁的備忘錄，給當時聯邦調查局局長Robert Mueller及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二位成員，詳述在九一一恐怖攻擊前幾周，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利市辦公室主管如何將她要求調查Zacarias Moussaoui
的案子置之不理，導致九一一恐怖活動未能及時被阻止
。另外一個案子，則是加州保險局資深律師Cindy Ossias於西元二ΟΟΟ年在調查一件關於保險公司於一九九四年加州Northridge地震的理賠案件時，發現保險局局長Chuck Quackenbush竟讓特定保險公司捐款給他自己的私人基金會後，免除特定保險公司的鉅額罰款。Cindy Ossias乃將保險局內部機密的檢查報告送給加州州眾議院和參議院保險委員會（Insurance Committee）調查，導致保險局局辭職下台。
這些案例都顯示了，政府律師並沒有盲目聽從長官的必要，更無須服從破壞法律的機關政策。但這些案例也引發了政府律師保密義務的衝突的廣泛討論，一方面，政府律師為避免公眾利益被機關內成員的刑事犯罪、失當管理、詐欺、浪費和濫用等行為所犧牲，勢必要檢舉揭露此等訊息。但另一方面，身為律師的職業倫理規範卻要求不得洩露當事人的機密。這機密保護和揭露公開的倫理衝突如何折衝平衡即成了政府律師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律師的保密義務是最受爭議的倫理議題，美國律師公會歷年來所制定的相關倫理規範對其內涵的範圍均有所不同。從一九Ο八年所制定的「職業倫理規範」（Canons of Professional Ethics）允許律師就是否揭露當事人秘密有較廣泛的決定權開始。經一九六九年時，美國律師公會又制定「職業責任模範準則」（Model Cod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取代「職業倫理規範」，其中第DR 4-101規定，將應保密事項範圍擴大至律師拒絕言權的機密事項及其他受託代表過程中當事人要求或如經透露將會造成當事人困擾或損害的秘密事項。到一九八三年美國律師公會又制定了「職業行為模範規則」（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其中第1﹒6條規定律師的保密義務，很明確的規定，除非當事人明白同意之外，律師必須保守當事人的秘密。而且可以揭露的例外情形，又極為嚴格，僅限於「律師相信（當事人的秘密
）會導致立即的死亡或重大身體傷害發生」（the lawyer believes is likely to result in imminent death or substantial bodily harm）時，律師才有揭露的權利。這項規定准許律師得以透露的例外情形，比「職業責任模範準則」的範圍更窄，律師的裁量權也更受限制。因此，雖然幾乎每一州都採用「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的部分條文做為該州律師職業倫理規範的範本，但各州關於律師保密義務的規定非常分岐，甚至有些是互相矛盾的。在美國五十州之中，有四十二州
和華盛頓特區不同程度的採用「職業行為模範規則」，其中只有阿拉巴馬州、華盛頓特區、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蘇里州、蒙大拿州、羅德島和南達科達州是一字不差的採用「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1﹒6條
。未採用「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的八州之中，有六州是沿用例外範圍較廣的「職業責任模範準則」第DR 4-101條的規定
。有三十七州准許律師為避免犯罪或詐欺情事發生，得揭露當事人的機密事項，其中三州
僅准許在避免刑事詐欺情事發生時，律師才可以揭露當事人的機密事項；另外二十五州
則准許律師為避免任何犯罪，包括刑事詐欺情事，可以揭密；另外有六州
則規定為避免刑事犯罪和民事詐欺；另有三州
則規定不論是刑事犯罪、刑事詐欺或民事詐欺都准許律師揭露當事人的機密事項。更有四州規定，律師有義務報告刑事詐欺情事
。從上述各州的規定，我們可以發現，各州對於律師可以揭發當事人機密的例外情形是比「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1﹒6條所規定的情形來的廣泛。「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1﹒6條因此被批評是趕不上律師職業和整體社會的變動，甚至有人批評該規定根本是完全與現實世界脫節。美國律師公會於是在一九九七年間，成立「倫理2000委員會」（Ethics 2000 Commission）
來重新審查從一九八三年採用後，即未再修正的「職業行為模範規則」。該委員在二ΟΟ一年提出一份「變更條文解釋報告」提到，該委員會再次重申堅定支持律師職業承諾保密義務的核心價值的同時，也體認到在法律體系中，律師本身角色的完整性，乃提議對第1﹒6條做出重大修正，擴大准許揭發的範圍。
此項修正草案經美國律師公會代表大會（House of Delegates）討論後，在二ΟΟ二年二月五日經代表大會通過修正。修正的第1﹒6條規則
規定：

（a）除非當事人在律師已充分告知利害關係後同意，律師不得透露代表過程中所知悉有關當事人的任何資訊。但揭露資訊係律師因執行受託業務所必須，視為當事人已默示同意。或是符合本條(b)款情形，亦視為當事人同意。

（b）律師合理相信為下列情形所必須時，得揭露代表過程中所知悉有關當事人的任何資訊：

（1）為避免合理確信會發生的死亡或重大身體傷害；

（2）為確保律師所提的法律意見，符合本規則的規定；

（3）律師和當事人間涉有爭訟時，用以做為該律師起訴或辯護的立論基礎；或律師因和當事人共謀的行為，而被民事請求或刑事追訴時，用以作為辯護的立論基礎；或律師因代表當事人的行為而引起的任何訴訟中，用以回應他造之主張；

（4）為遵守其他法律或法庭命令。

從上開規定可以明顯看出，律師可以揭發當事人機密事項的裁量權較之舊條文擴大很多，這重大的改變，在如何平衡律師對當事人和對公眾的責任方面，被認為具有重大象徵意義
。尤其是本條（ｂ）（４）款的規定，將遵守其他法律規定也列入例外條款之中，提供了政府律師在引用吹哨者保護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statutes）的規定揭露所服務機關內成員不法行為時不會違反律師職業倫理的一個法理基礎。

為保護檢舉內部不法行為的公務員遭到報復，美國國會在一九八九年通過吹哨者保護法
。其立法精神在於，如果法律沒有提供保護權利的相關措施，潛在的吹哨者，即機關內部的檢舉人將選擇保持沈默，則機關內的不法行為將被掩飾而損害公眾利益。吹哨者保護法對於檢舉機關內詐欺、浪費和濫權情事的聯邦政府公務員提供保護
，禁止行政機關官員對於有足夠證據合理相信機關內有違法、違反規則（a violation of any law, rule, or regulation）；或者是重大的失職（gross mismanagement）、重大金錢浪費(a gross waste of funds)、濫用權力(an abuse of authority)、對公共衛生安全有具體實質的危險(a substantial and specific danger to public health or safety)等行為，而出面檢舉揭發的公務員
，採取不利的人事考績措施
。吹哨者保護法規定公務員有證據合理相信上述不法行為發生時必須予以揭發以獲得保護。除聯邦之外，另外有三十八州有相同的立法成文。另外有四十二州的習慣法判例，允許因揭發內部不法遭解職的公務員提起損害賠償
。吹哨者保護法並未排除對政府律師的適用，因此如果政府律師引用吹哨者保護法揭發機關內部機密資料時，是否違反律師對當事人的保密義務？此種情形，有無該當於「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1﹒6條的例外情形？如前述加州保險局律師Cindy Ossias的例子，她為揭發保險局局長的不法行為，而將保險局內部檢查報告的機密資料送交給加州州議會的保險委員會，此種行為是否違反律師對當事人的保密義務？實際上，Cindy Ossias的確被以違反「加州職業行為規則」第6068（e）當事人的保密義務的理由，移送加州律師公會懲戒，但有趣的是，加州律師公會認為保險局所主張Cindy Ossias寄給州議會保險委員會的文件是否對州議會也是秘密並沒決定的必要，而閃避了Cindy Ossias是否違反保密義務的問題，並認為Cindy Ossias的行為符合加州吹哨者保護法的精神，也增進了保險局的公共政策責任，因此決定Cindy Ossias的行為並沒有懲戒的必要
。

但從加州律師公會的決定來看，並未解決前開問題，因為加州律師公會根本未就Cindy Ossias是否違反對當事人的保密義務加以討論。反而從加州律師公會事後提出的「加州職業行為規則」第3–600條
的修正案，似可認定實則加州律師公會應係認為Cindy Ossias有違反當事人保密義務，只因Cindy Ossias案件中的保險局長的行為人神共憤，且該案深受媒體注意，所以該律師公會才會認定Cindy Ossias的行為不須懲戒並提出修正案因應。且從事後加州律師公會所提出的修正案，加州最高法院並未准許
看來，似更可證明政府律師如依吹哨者保護法的規定，將機關內的機密資料外洩的話是違反職業倫理的保密義務。惟多名美國學者認為：（1）美國律師公會「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1﹒13條（當事人係公司組織）的評論6在說明第1﹒13條所規定的公司組織律師對當事人的責任也適用於政府組織之後，更進一步說明在政府組織的情形，為確保讓政府官員的錯誤行為免予發生或被加以更正，並維護當事人的機密，採取不一樣的措施是合宜的。甚者，在牽涉政府官員行為的事項，讓政府律師有比私人律師在同樣情形下，更廣泛的權利去質疑政府官員的行為是有必要的。此項評論即被認為，在政府律師的情況，吹哨者相關法規，是優先於「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的適用
。（2）因為並無法條明文禁止政府律師向公眾舉發，因此吹哨者保護法應視為機關內要求政府律師的保密義務的例外規定。亦即向公眾舉發的政府律師受吹哨者保護法的保護，其所服務機關不得對政府律師採取報復性的人事措施。而吹哨者保護法禁止機關發動報復性措施當然也包括了以違反保密義務的理由，所發動的律師懲戒程序。雖然吹哨者保護法所規定的條文，僅明示排政府律師所服務機關的報復性措施，但州懲戒委員會所進行的職業懲處亦應包括在內。
（3）連對律師保密義務採取最嚴格定義的加州律師公會，在發生Cindy Ossias案件後，都採取放寬律師保密義務的修正案。更何況華盛頓特區律師公會的律師職業規則第1﹒6條即規定，在法律許可或有授權的情況，政府律師得使用(use)或透露(reveal)當事人的機密（confidences）和私人秘密(secrets)
。和美國律師公會「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1﹒6條的規定比較起來，政府律師不僅可以「透露」當事人的機密，更可以「使用」當事人的機密，這「使用」的用詞，較之「透露」更有積極主動的意思，包括了檢舉內部不法的行為。而且可使用或透露的是當事人的「機密」和「私人秘密」，亦比美國律師公會「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1﹒6條所規定的「當事人的任何資訊」（information），來的明確特定。再者，華盛頓特區律師公會的律師職業規則第1﹒6條，更明白表示在「政府律師」的情形亦可適用。而且並非僅在「為遵守其他法律」（to comply with other law）的情形下，才可洩露當事人的任何資訊
。只要「法律的許可或有授權」（when permitted or authorized by law），政府律師亦可使用或透露當事人的機密。換句話說，吹哨者保護法准許政府律師對外揭露機關內的不法行為，並不違反律師對當事人有保密義務的職業倫理規範。
 

實則，律師對當事人的保密義務和對公眾利益的保護義務，有時是互相衝突，不能兩全的，尤其在政府律師的情況更是如此。一方面，政府律師的當事人究竟是誰尚有爭執，另一方面，政府律師比起私人律師更有維護公益的角色。因此在此二義務互相衝突時，如何保護公眾利益，又能兼顧當事人的機密，誠屬不易。惟如從加州律師公會在處理Cindy Ossias案件的過程，可知政府律師的公益維護義務是比對當事人的保密義務來的可貴。雖然這僅是個案，不代表將來發生的案子，都會獲得同樣的處理，但只要機關內不法行為夠嚴重，而不是單純的政策理念不合，政府律師都應該挺身而出檢舉不法，縱然可能受到懲戒，但如同水門案件的深喉嚨一樣，仍會受到輿論的支持。惟為避免政府律師隨意洩露機關內資料，或以檢舉不法之名，實則行報復或其他不義之實，仍應仿效美國制定吹哨者保護法，對於可受保護的檢舉規定其程序及保護的內容。
3. 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

美國的律師在公、私部門之間轉任是相當頻繁的，因此一方面，為避免律師利用其任職政府律師期間所獲得的機密資料轉為私人執業所用，或防止政府律師在職期間，利用其職位上的權力獲取個人利益。另一方面，又惟恐此種轉任所產生的利益衝突的相關規則過於嚴格，導致優秀人才不進入公部門服務，反對政府的有效管理及公眾利益產生不利影響，為求得其間的平衡，不論是美國律師公會或聯邦及州法律都有不少關於此種利益衝突的規則。本節將先從美國律師公會「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1﹒11條做一介紹，再討論美國聯邦及州相關法令。須注意者，美國律師公會「職業行為模範規則」，並不具備法律效力，它僅是美國律師公會就律師執業行為倫理規範所做的建議，實際的規定如何，仍以各州最高法院在該州的律師倫理規範中的規定為準。惟因各州的律師倫理規範大都以美國律師公會的版本為依據，不論是以「職業行為模範規則」或者是「職業責任模範準則」為範本，大多或多或少加以修正，因此美國律師公會的相關規定，仍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第1﹒11條規則
是處理律師先後在政府部門及私人部門連續就職所產生的倫理問題。其中第1﹒11條（a）項、同條（b）項及同條（c）項是就政府律師轉任私人執業律師的情形所為之規定。第1﹒11條（d）項則是討論私人執業律師轉任政府律師的問題。而此項也適用在政府律師從其機關轉任其他行政機關的情形。
第1﹒11條（a）項（1）款禁止離職的政府律師在轉任私人執業律師後，將任何其離職前所服務機關的機密資料，做為不利該機關的使用。或未經該政府機關許可的情形下，透露其離職前所服務機關的任何機密資料。本項規定在保護政府機關，不受離職的政府律師濫用該機關資訊的影響。除此之外，在第1﹒11條（c）項，另外規定政府律師離職後，亦不得將其離職前所得知的機關秘密資訊做為不利其他人的使用。再者，第1﹒11條（a）項（2）款則規定，政府律師在離職後，不得就其離職前本人實質所參與的同一事項，接受其他當事人的委託，除非其原任機關以書面表示同意。舉例而言，在In re Sofaer案件
中，被告原係國務院的法律顧問，負責調查西元1988年發生在蘇格蘭洛克比（Lockerbie, Scotland）上空，泛美航空103號班機爆炸案件，及相關的外交和法律行動。竟在離職後，接受利比亞政府委託，處理該案件所引起的各項法律事務。被告因此被認為違反華盛特區律師公會律師職業規則第1﹒11條（a）項的利益迴避規定，而被華盛頓特區律師公會的職業責任委員會（the Board on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給予非正式的警告（informal admonition）的處罰。

在適用第1﹒11條規則，有幾點必須注意。首先，本條禁止政府律師在離職後，就其離職前本人親自實質所參與的事項，接受其他當事人的委託。但政府律師所參與的事項，不必然就是其離職前機關所負責處理的事項，或者是該政府機關和政府律師離職後所代表的當事人有相反利益的事項。因為本條的目的是在防止政府機關的機密資料被不忠實的濫用，以避免離職的政府律師利用政府機關的公共資源圖利其他當事人。其次，第1﹒11條（a）項（2）款所規定政府離職前本人實質所參與的「事項」（matter），依同條（e）項的定義，所謂「事項」是指涉有當事人兩造的各種訴訟程序，並未包括政策制定及草擬法規等事項。因此政府律師離職前，其本人實質直接的參與該機關的法規擬定，其離職後，仍可就此事項接受私人委託，除非該機關內部行政規則有不同的規定
。再者，第1﹒11條（a）項（2）款規定，除政府律師離職前的機關以書面表示同意之外，政府律師在離職後，就其離職前本人實質所參與的事項，不得接受其他當事人的委託。因此，該政府機關如果拒絕以書面同意，則該離職的政府律師就該案件就必須迴避。但依同條（b）項的規定，如果該離職的政府律師已被其律師事務所適時的禁止參與該事項的代理，該政府律師也未從其律師事務所處理該事項所收取費用中分得任何酬勞，且該政府機關已被通知，而得以監督該項事務的代理是否遵守本規則的情況下，離職的政府律師所屬律師事務所的其他律師，仍可受託代理該事項。此項規定的目的，主要是為避免離職的政府律師必須迴避的規定過嚴，導致律師從事公職的意願低落
。

第1﹒11條（d）項則是針對於自己執業的私人律師，轉任政府機關後，現在擔任政府律師所為之規定。依本項規定，對於在私人執業時本人親自實質參與的事項，在轉任政府律師後，禁止該政府律師參與。除非適當的政府機關以書面表示同意。同時，本項也限制私人執業律師在轉任政府律師，仍為其私人當事人和任何人溝通。

第1﹒11條規則適用所有的政府律師，包括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但在適用之前，仍要注意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法規是否有相同或特別規定。在適用上，聯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關於利益衝突的相關法規，仍應優先適用。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相關法規，不僅適用政府律師，也包括所有公務員。而且對違反者，可能有刑罰的規定，故政府律師對這些相關規定，一定要非常注意。在聯邦政府體系中，對於在職及離職的政府律師都有相關的倫理要求。就在職的政府律師而言，聯邦利益衝突法規規定，任何聯邦政府的僱員，在涉及美國利益的事項當中，不得接受私人的的現金及禮物，亦不得為私人的代理人
。在行政機關的政府律師，另外有關於個人經濟及薪水等事項的利益衝突的特別規定
。而且很多機關另外制定該機關的特別規定
。就離職的政府律師而言，政府倫理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的相關規定，比律師公會的「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的規定還要嚴格
，對於違反者，甚至視為重罪（felony），可處以罰金及最高五年的有期徒刑
。這些規範政府律師利益衝突的相關法規通常被稱旋轉門規則（revolving door rules），用以規範在公、私部門進出轉任的律師，以防止律師利用政府的機密資料，或者是濫用政府資源圖利其私人日後的執業。法院實務已有案例，以聯邦政府倫理法的規定做為律師必須迴避的理由
。而州級的律師懲戒機關也援引這些相關規定，做為懲戒律師的依據
。在這些法規當中，以美國聯邦法典第18章第207條最為重要。本條對政府律師離職後禁止的規定，分為三種。第一，永遠不得為之的行為
：政府律師在離職後，就其離職前本人親自實質參與（participated personally and substantially）的特定事項，永遠不得與任何政府機關部門，或者是法院，有任何出面或溝通（appearances and communications ），縱其離職前的機關同意，亦不得為之。只要離職的政府律師代表第三人，就其以前親自實質參與的事務，意圖影響（with the intent to influence）政府，犯罪即屬完成。例如，政府律師在離職後，就其離職前所親自實質參與的同一事項，代表當事人，以私人名義寫法院之友意見書（amicus brief
）促請法院採取其離職前政府機關的立場，將違反本項規定。但如果政府律師離職後，代表政府機關以專家證人身份所做的陳述，則不違反規定
。第二，離職後二年以內不得為之的行為
：政府律師在離職後，就其離職前一年內，本人法定職責內應處理的特定事項，在離職後二年以內，不得與任何政府機關部門，或者是法院，有任何出面或溝通。例如，一個國稅局的高階政府律師在離職後，竟代表三個其離職前負責收稅的納稅人，參加和國稅局官員的會議，即違反本條規定
。本項與前項不同在於，本項所規範的事項並非政府律師離職前本人親自實質參與的事項（participated personally and substantially），而本項係就政府律師離職前一年內法定職責（official responsibility）內應處理的事項。第三，離職後一年以內不得為之的行為
：對特定的資深政府律師，不得在其離職後一年以內，代表當事人與其之前所服務的機關交涉。

大多數的州也有很多規範現任、曾任政府律師和政府雇員的相關倫理法規。如聯邦政府體系的政府律師一樣，州政府體系的政府律師也必須遵守這些倫理法規和相關的律師職業規範。州政府體系的相關法規通常和聯邦政府體系相關法規，以及美國律師公會「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1﹒11條規則的規定大同小異。例如，很多州都禁止政府律師在離職後的一段期間內，不得受其他當事人委託，和其先前的服務機關交涉
。就政府律師離職前其本人親自參與的事項，大多數州亦設有不同的限制
。另外有些州禁止政府律師離職後，轉任至其離職前所屬機關所負責管理的機構，或者是和州政府有任何交易往來的機構任職
。而各州亦可能因各州本身曾發生過的特殊的政治弊案，而制定該州他們本身特有的倫理法規
。
6、 美國政府律師之懲戒
政府律師是律師，也都是其執業或服務所在州的律師公會成員。因此美國聯邦法典規定，政府律師在各州執行律師職務時，和在該州執業的其他律師一樣，有服從該州關於律師執業規範的州法規、該州聯邦地方法院規則的義務。
是政府律師如果有失職行為，應當如何懲戒，和一般私人執業律師並無不同。此從前揭加州保險局資深律師Cindy Ossias因被認為違反律師的保密義務，而遭移送加州律師公會懲戒一案中即可得知。而且，如同律師加入州律師公會的情形一樣，各州對於律師懲戒的相關規定也各有不同，並無全國統一的標準。故一個律師的行為是否該當懲戒，其懲戒的程序和懲戒的結果究係如何，仍應依各州的相關規定為斷。但美國律師公會就律師懲戒事項，訂有「執行律師懲戒模範規則」（the Model Rules for Lawyer Disciplinary Enforcement）做為各州的參考，而各州的相關法規也大多以此為範本，因此本章所介紹的律師懲戒相關規定，將以「執行律師懲戒模範規則」為中心。

實則，美國在西元1967年以前，關於律師懲戒的體系向來不受重視。直到該年美國律師公會指定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並由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克拉克（Tom C. Clark）擔任主席，就律師懲戒的體系做一研究。到1970年，該委員會提出一份報告（下稱克拉克報告），在報告中提到當時的律師懲戒體系到處存在令人反感的現象，已到非立即改革不可的地步
。該報告指出全國律師懲戒體系中，共有三十六項重大問題，並針對這些問題提出改進的建議。此份報告後來送美國律師公會職業懲戒委員會（Committee on Professional Discipline）討論修正後，經美國律師公會採用，而制定「執行律師懲戒模範規則」。到了西元1992年，美國律師公會另外成立了執行律師懲戒評估委員會(Commission on Evaluation of Disciplinary Enforcement，又稱the Mckay Commission)來評估「執行律師懲戒模範規則」實行後的相關情形，該委員會後來提出一份報告，認為「執行律師懲戒模範規則」制定後，時代已經改變，因此必須有一番革命性的改變，並提出二十一項修正建議方案，在1992年2月美國律師公會全國會代表大會中討論後修正通過。其中最大的修正，就是律師懲戒程序中，如經決定有「合理依據」（probable cause）存在時，律師懲戒程序即應對外公開
。

關於律師懲戒的性質為何？美國律師公會「執行律師懲戒模範規則」第18（A）說律師懲戒程序既非民事程序，也不是刑事程序，它是「獨樹一格」的（sui generis）
。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In re Ruffalo案
中，則說律師懲戒的性質是「準刑事」（quasi-criminal）程序，所以憲法上「法律的正當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所保障的部分權利在此程序也適用，包括律師被移送懲戒時，須以移送懲戒書通知被懲戒的律師。而且，在律師懲戒程序中，法院的懲戒規則必須被嚴格檢視，釐清含糊不清的規定，以利被懲戒的律師
。再者，因律師懲戒程序只是準刑事程序，所以關於刑事上的陪審團
、憲法第六修正案的對質條款（Confrontaion Clause）、及刑事訴訟程序中「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明」（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的要求，在律師懲戒程序中均不適用
。因此，在律師懲戒程序，只要被懲戒律師的不當行為，已有明確且令人信服的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可以證明即可
，此項舉證責任比民事程序的優勢證據法則（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來的嚴格，但比起刑事程序中的「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明」來的寬鬆。其次，在律師懲戒程序中，律師可以引用憲法第五修正案不「自證己罪」（self-incrimination）的權力
。但須注意者，聯邦最高法院在往後的判決當中，又限縮了律師懲戒程序中不自證己罪的權利內容。因此，在律師懲戒程序中，律師並不能援引此項權利，拒絕提出被要求的文件和紀錄，而州懲戒機關對於非因刑事不當行為被懲戒的律師，也可以不合作的理由另行懲處。至於可能因刑事不當行為被懲戒的律師，則可強迫其在懲戒程序中出庭作證。

1、 懲戒的理由

依「執行律師懲戒模範規則」第9條規則（A）項
規定，應受懲戒的行為包括：（1）任何違反或試圖違反州職業行為規則；或該州所採用關於律師職業行為的其他規則的行為。（2）從事違反其他州所適用的職業行為規則的行為。（3）故意違反法院有效的命令或州律師懲戒委員會的懲處；或故意不出面接受懲戒檢察官依本規則第10（Α）（5）條規定的訓誡；或故意不遵守依本規則第14條有效發出的傳票；或故意對懲戒機關的要求不予回應。但不是所有違反上開規定的行為，都一定會被懲戒制裁，只是表示一有上開違規的行為，懲戒機關有發動懲戒程序進行調查的權力
。因此，在政府律師違反當事人保密義務或有違反利益衝突義務的情形，即可依本條（Α）（1）之規定進行調查。而美國律師公會所制定的「職業行為模範規則」，因為大多數州所採用，所以屬「執行律師懲戒模範規則」第9條規則（A）項（1）的懲戒的理由。因此任何違反「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的行為，都可能構成律師懲戒的依據。其中「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8﹒4條有關律師不當行為（misconduct）的各款規定，是「職業行為模範規則」有關律師懲戒的理由，因此本節將介紹該條各款的規定。

第8﹒4條（a）項規定，「任何違反或試圖違反本規則規定的行為；或故意幫助或引誘其他人違反或試圖違反本規的行為；或利用其他人的行為達成違反或試圖違反本規則的行為」（violate or attempt to violate the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knowingly assist or induce another to do so, or do so through the acts of another;），都屬律師不當行為。本條除禁止律師本身的違反規則的行為之外，也禁止律師利用或教唆其他人違反該規則的行為。例如，律師利用其他人去挑攬案件，或者是利用其法務助理或調查員和有委任律師的他照當事人直接觸
等。

再者，「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8﹒4條（b）項則規定，觸犯足以反映律師的誠實、值得信賴性不足或其他方面的適任性有問題的刑事法規行為（commit a criminal act that reflects adversely on the lawyer’s honesty, trustworthiness or fitness as a lawyer in other respects），亦構成懲戒的事由。例如，刑事詐欺犯罪（fraud）、故意不申報所得稅罪（offense of willful to file an income tax return）等。至於僅關於個人私德的一些犯行，如通姦或相類似的犯行，並不足顯示該律師在執業上的適任性有問題，則不構成懲戒的理由。但涉及暴力（violence）
、不誠實(dishonesty)、違反信託
（breach of trust）及嚴重妨害司法行政(serious interference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等犯行，則屬之。另外，對於反覆實施輕微犯罪的律師，亦可被認為係對法律責任的漠不關心（indifference to legal obligation）,而被移送懲戒
。實際案例，如In re Tucker案
,本案律師以每次美金70元或80元賄賂市府雇員，請該市府雇員註銷其每次數百元的停車費，因此被懲戒除名（disbarred）。另外如Office of Disciplinary Counsel v. Klaas案
,本案律師在辯護一件刑事案件時，得知FBI將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掃毒行動，竟秘密通知其前任當事人將毒品清除乾淨，並保持低調。但其前任當事人仍在FBI掃毒行動當中被查獲，並同意和FBI合作，供出該名律師的行為，導致該律師因妨害司法的罪名，入監服刑六個月，並被處以罰金1000元。同時，法院也判處該名律師停權一年。
「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8﹒4條（c）項則規定，律師如有不誠實（dishonesty）、詐欺（fraud）、欺騙(deceit)或歪曲事實(misrepresentation)等行為，亦屬律師不當行為。本項的詐欺是指民事詐欺（civic fraud）而言，如是刑事詐欺（criminal fraud）則屬（b）項規定的範疇。另外，受託義務的違反，不論是否在執行律師業務時所為，都會被認為不誠實而被懲戒
。第8﹒4條（d）項規定，任何有害司法行政的行為（conduct that is prejudicial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亦被視為律師不當行為。在美國實務，即有律師建議當事人，聘請和承審法官有親戚關係的律師，來迫使法官迴避，即被認為妨害司法行政，而被懲戒
。另外，檢察官濫用裁量權時，也會被以本項被告懲戒，如In re Christoff案件
，因律師尋求懲戒委員會懲戒該案檢察官，該案檢察官及檢察長竟重新調查一件已停止偵查的刑事案件，因而被懲戒。第8﹒4條（d）項在適用上，因其規定較為含糊，雖迭遭批評，但有時確能濟（c）項的不足。最代表性的實例，即是美國前任總統柯林頓在Jones v.Clinton案件
書面證詞（deposition）中，否認和柳文斯基有發生性關係，遭法院以民事上的藐視法庭(civil contempt)，判處他必須給付給原告即寶拉瓊斯的律師費和法院的費用。該案法官並進一步將柯林頓送請阿肯色州律師懲戒主管機關懲戒，柯林頓總統承認「故意誤導和迴避問題」，但不承認他說謊，阿肯色州的律師懲戒主管機關乃以柯林頓違反（d）項規定，而非（c）項的規定，乃將柯林頓處以停權五年，並處罰金25,000元。

第8﹒4條（e）、（f）項
進一步規定，禁止律師從事特定妨害司法行政的行為。其中（e）項規定，律師不得明示或暗示有能力影響政府機關或官員；或者以違反本規則或其他法律來獲得不當結果。如在Disc. Counsel v. Ciceron案
中，被告律師在法官迴避案件後，故意誤導檢察官相信他和該名法官有親密關係，因而被以本項理由，懲戒停權一年。（f）項則規定，禁止律師故意幫助法官或司法官員違反司法行為規則或其他法律。如Lisi v. Several Attorneys
案中，被告律師們貸款給他們案件的承審法官，因而被停權及申誡（reprimand）。

有些州在第8﹒4項規則所規定的六項不當行為之外，另外加列其他足以懲戒的不事由。如麻薩諸薩州、紐約州禁止從事足以顯示不適任執業的行為（any other conduct that adversely reflects on the layer’s fitness to practice law）。路易斯安那州對於在調查不當行為和序中，採取不合作態度的律師，亦認為構成懲戒的理由，除非該律師是基於憲法上權利拒絕。另外有許多州對於律師的歧視行為，亦認為係不當行為。如加州禁止律師在執業中有任何的歧視行為（discrimination conduct in a law practice） ，華盛頓特區則禁止雇用的歧視行為(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而伊利諾州、紐約州和俄懷俄州則禁止不合法的歧視行為(unlawful discrimination)。另外，密西根州要求律師在訴訟程序中，對所有訴訟當事人、關係人表示尊重和禮貌。明尼蘇達州禁止律師，以性別、種族、年齡、宗教、膚色、國籍、身體殘障、性別傾向或婚姻狀況等原因進行騷擾行為。德州則禁止律師以言詞或行為表示，對於性別、種族、年齡、宗教、膚色、國籍、身體殘障、性別傾向等的偏見
。關於德州加列的事項，在第8﹒4條規則評論〔3〕中亦有同樣的意見，並加列基於「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的偏見言行，並認為此等偏見的言行，是違反第8﹒4條（d）項妨害司法行政的行為。惟有學者提出其中具有偏見的言論，亦屬言論自由保障範圍，是否可認為不當行為，尚有疑義。

最後須注意者，乃上述不當行為，不以律師執行律師業務時發生為限，縱在非執行律師業務時，有上開不當行為，亦可構成懲戒的事由。此乃因律師不論在何時，如有任何行為足以顯示其執業能力、適任性、被信賴性不足的地方時，即足讓其可適任、忠實擔任律師的能力受到質疑。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上述柯林頓總統的例子，其在瓊斯案件中並非在執行律師業務，而只是以證人的身份提供證詞，惟因有不誠實的證詞，乃導致被處以停權五年的懲戒。因此，律師在非執行律師業務時，如有任何行為，足以顯示其執行律師業務時的誠實性、可信賴性不足時，均可構成懲戒事由
。

2、 懲戒的程序

律師不當行為的懲戒程序到底要由律師組織自我管理，或由公眾監督，一直是備受爭議的話題。支持由公眾監督者，認為由律師自我管理一定會官官相護，將永遠沒辦法有效管理律師的不當行為。而支持由律師自我管理者，則認為律師職業倫理過於複雜，以致門外漢無法有效管理。如果由公眾管理的話，將對律師的獨立性造成危害。況且律師公會處理律師不當行為亦有相當卓越的貢獻。至於由律師自我管理所產生的可能毛病，亦可經由更公開的程序或部分公眾的參與而減少。至於美國律師公會「執行律師懲戒模範規則」則很明顯的採取修正版的律師自我管理的律師懲戒體系。依「執行律師懲戒模範規則」，它將律師懲戒體系置於司法系統之下，而非律師公會之下，並引進少數非律師的成員，加入州律師懲戒委員會和聽證委員會
。

依「執行律師懲戒模範規則」第2條項規定，各州應成立律師懲戒委員會（board）負責律師懲戒事務。該委員會的成員由州最高法院（state supreme court）指定。原則上，律師懲戒委員會再依「執行律師懲戒模範規則」第3條的規定指定聽證委員會（hearing committee）的成員；另州最高法院再依第4條的規定，指定懲戒檢察官（disciplinary counsel）。當有律師懲戒事件發生時，懲戒檢察官依第11條的規定負責調查，並通知被懲戒的律師。根據調查的結果，懲戒檢察官可以對懲戒事件為：（a）不起訴處分（dismiss），此時原舉發者（complainant）可請求聽證委員會重新決定；（b）如被移送懲戒的不當行為尚屬輕微，懲戒檢察官可轉介至替代性懲戒計劃（Alternatives to the Disciplinary Program
）；或（c）建議對被懲戒律師警告（admonition）或者是給予緩刑(probation)，此時懲戒檢察官必須以書面通知被懲戒律師，並註明有十四天的異議期間。如被懲戒律師不服時，在異議期間內，則可請求聽證委員會舉行正式聽證，重新決定懲戒檢察官的決定。如果未於異議期間請求正式聽證，則視為被懲戒律師同意懲戒檢察官的決定；（d）以書面向懲戒委員會正式起訴，並以書面通知被懲戒律師，被懲戒律師則以書面答辯。如涉及事實認定的問題，則先由聽證委員會舉行證據聽證會，調查雙方提出的證據並對證人進行交叉詰問。聽證委員會的證據調查完畢後，必須依第3條（D）項規定，出具證據調查報告及懲戒建議案給懲戒委員會，再由懲戒委員會審查後做出懲戒與否的決定。懲戒委員會可照聽證委員會的建議做出懲戒，也可加以修改或根本不予理會。至於懲戒的方式，依第10條的規定，包括：除名（disbarment）、一定期間的停權（suspension）、至多二年期的緩刑（probation）、申誡(reprimand)、警告(admonition)、回復因律師不當行為受損當事人的損害賠償(restitution to persons financially injuried by the attorney)及懲戒程序費用的負擔。其中除名、停權及申誡等懲戒方法，依第10條（D）項規定，必須公告周知。至於警告，則限於輕徵的不當行為始能為之。最後，如被懲戒律師和懲戒檢察官對於懲戒委員會的決定不服時，均可向法院提起上訴救濟。
3、 懲戒的競合

政府律師是公務員，必須遵守公務員相關法律規定和機關的行政規則。政府律師也是律師，同時有遵守律師相關職業倫理規範的義務。因政府律師的身份多重，所以一有不當行為時，可能觸犯不同的法規。如政府律師在大陪審團傳喚作證時，有偽證（perjury）的情事，因違反美國聯邦法典第18章第1623條的規定，最高可處五年有期徒刑，乃屬刑事犯罪。又因其觸犯足以顯示其具有不適任律師品格的刑事犯罪，勢必被以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8﹒4條（b）項規定移付懲戒。甚至有時會被以違反機關內部的相關規定予以行政懲處。則此時政府律師是否可以主張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不受雙重追訴（double jeopardy）的抗辯？另外，由於美國有多重司法領域，如果政府律師已在其中一個州法院系統內被懲戒，則聯邦法院系統或其他州法院系統可否再以同一行為再予以懲戒？

關於政府律師同一行為而被刑事追訴時，是否可以在律師懲戒程序中主張不受雙重追訴的抗辯？在People v. Cardwell案
中，被移付懲戒的律師因試圖影響公務員、偽證等罪，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及罰金四千美元後，被移送律師懲戒，該律師即抗辯其已因同一行為被法院判罪，所以主張不受雙重追訴的抗辯。柯羅拉多州最高法院則認為，對於律師處以停權的懲戒是為了保護公益，而不是為了處罰違法的律師，所以懲戒的決定並不是刑事處罰，因此並無「不受雙重追訴」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第八巡迴上訴法院在In re Caranchini案
中亦表示，所有的律師懲戒，包括除名或停權或相關的懲戒，都不是憲法第五修正案「不受雙重追訴」條款所稱的處罰，所以律師因違反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11條的規定（如未經合理調查即予起訴或明知係偽造的文書，仍據以起訴）而被懲罰後，再被懲戒除名，並沒有違反憲法第五修正案的規定。另外，也有很多美國司法判決持相同看法，認為律師懲戒程序並非處罰律師而是保護公益。

至於政府律師之同一行為除被依律師懲戒程序予以懲戒之外，亦被其所屬機關以違反機關內部規則予以行政懲處時，是否有違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不受雙重追訴」之規定？關於此問題，依筆者所搜集的文獻資料及美國實務見解中並無相關的討論。但根據筆者與美國實務工作者訪談所得印象，其等所持理由或有不同，如Barrie Althoff先生認為此二程序係不同的司法管轄（Jurisdiction），所以可以同時併行；另外如Quentin Yerxa 和Paul A. Olsen二位先生則強調一般政府律師均會潔身自愛，依據法令行事，在其等任職過程中尚未聽聞有何政府律師因違反規定遭受行政懲處或律師懲戒的例子，但其等均認為同一行為除可被律師懲戒程予懲戒之外，其所屬行政機關亦可給予行政懲處。而景郡（King County）檢察官Nelson Lee先生更明白表示，他們所在意者，乃是否會遭律師公會除名懲戒，至於行政機關的行政懲處對他們來說並不是那麼重要，因為他們律師在私人部門和公家機關之問轉換職務是相當頻繁的，如果他們因違反行政內部規定而遭減薪、調職等處分，只要不涉及到被處分的原因是違法的，如種族、性別歧視等，他們通常都會接受的，如果真的很不能接受，只要律師身份還在，還是可以隨時走人轉任私人律師或擔任其他公職。

最後，因美國是多重司法領域國家，聯邦有聯邦的司法管轄權，各州有各州自己的司法管轄權，是彼此平行並無從屬關係的，尤其是在律師懲戒事項上，各司法領域的律師懲戒理由、程序均有不同，因此甲律師在紐約州因違反紐約州的律師倫理守則而遭紐約州律師公會予以懲戒，則甲所屬的其他司法領域的律師公會是否可以據此對甲律師再予以懲戒？關於此一問題，美國實務界認為依照聯邦憲法的「充分信任與尊重條款」（Full Faith and Credit Clause）
的規定，其他州律師公會所為的律師懲戒的原因事實，可以做為懲戒本州律師的原因。如In re Kersey案
即認為聯邦法庭可以根據先前其他二司法領域所做的律師懲戒原因，對同一行為再為懲戒。又如Atty. Grievance Commn. v. McCoy案
亦認為已遭德拉瓦州律師公會除名的律師，馬里蘭州律師公會可以同一原因對該名處以除名之懲戒。另外在In re Monaghan案
中，紐約州法院法官亦以先前聯邦法院所為懲戒的原因，對被懲戒律師的不當行為再為懲戒。惟須進一步說明，各不同司法領域援引其他司法領域中懲戒本州律師的原因來懲戒律師的不當行為，其前提乃在於彼此之間的律師懲戒資料能夠互通有無，有效溝通，才能避免倖進之律師利用各司法領域的聯繫漏洞繼續執業而影響律師業之聲譽。但美國各州律師的懲戒資料並非一開始就像現今完整的統合，此從1970年克拉克報告當中指出：「因欠缺適當充分的紀錄資料，且各州律師公會間彼此亦無橫向聯繫的機制，導致當時有一些已被某州律師公會除名的律師竟然能夠在其他州或者在同州的聯邦法庭繼續執業」即可窺之，因此該報告建議設立「全國律師懲戒資料庫」（National Discipline Data Bank），以使各州能夠及時迅速的掌握其等本轄內之律師在其他司法領域內是否有遭懲戒，嗣經美國律師公會採用。現今美國律師公會則成立了一個「全國律師規範資料庫」（National Lawyer Regulatory Data Bank）,由新成立之「職業責任中心」（Center for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負責管理，以幫助各州律師公會在懲戒律師及接受入會申請時能夠據以篩選。
7、 我國建立政府律師制度之相關評估–代結論與建議 
1、 建置政府律師的必要性

從本報告各章節的篇幅即可發現，關於美國政府律師的資格取得是論述最少的，篇幅最多的關於政府律師的職業倫理規範，從此點就可以說明，在美國各級政府行政機關聘用律師，為自己機關處理法律事務的情形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對政府律師資格的取得，相對的就沒有那麼多要求，以利政府律師依自己意願、專才來決定自己的生涯規劃，得以在私人執業和為公眾服務的抉擇中自由出入，政府機關也因此而能夠吸引更多優秀的政府律師加入。但在提供這種便利的同時，對於政府律師執行工作的倫理規範必須予以加強，因為政府律師身居公職，享有豐沛的公家資源，其等所處理的公務牽扯到的利益也是盤根錯結，權力和金錢的誘惑絕對不少，而且很多事項也都是具有機密性的，如何加強政府律師在執行職務時的保密義務和防止轉任後的利益衝突等相關倫理規範議題，即成了美國政府律師制度運作上一個備受矚目的焦點。

但這種在美國，政府律師的設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情況，在剛要籌備規劃政府律師制度的台灣卻不一定如此。因為我們每年都會招考各政府行政機關的法制人員，數年下來各行政機關的法制人員也有了一定數量。而且我國不論民事訴訟、行政事訟皆允許委任代理人出庭，則如政府機關有提起訴訟或被訴的時候，盡可委請自已機關內的法制人員或者私人律師為代理人出庭即可，何須如此大費周章建置政府律師此一制度？況且，政府行政機關有自己的政府律師之後，律師市場一定首當其衝，很多原先是私人律師執業的案源，將被政府律師所瓜分，在目前已逐漸飽和的律師市場，不無有與民爭利之嫌。另外，公務員和律師在我國法律體制上係屬完全不同的規範，杆格不入之處甚多，如何圓滿解決也是一大問題。所以，在我國政府律師的建置的必要性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毫無質疑，而是第一個必須予以檢視的問題。

我們在探討一項制度的必要性時，要考慮的絕對不只是此制度會給現有體制帶來多少衝擊，有多少滯礙難行之處，而是這制度的建立對於我們社會的進步和體制的完善是不是真的有好處，當檢視過這一層關係，發現此一制度確有幫助時，它的建置就有其必要性，至於建置後可能帶給現有體制的影響和缺點，則是有賴智慧的解決和克服，絕對不能因此而影響必要性的決定。明乎此，我們在決定政府律師制度建置的必要性時，首先要檢視此一制度對於我們社會的進步和體制的完善有無好處。報告人個人認為政府律師在目前法治社會，對於政府行政機關所有行政作為都要求依法行政的功能增進的確大有幫助，此從日前台灣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關於交通部就遠通公司是高速公路ETC收費工程的最優先得標人的決定是違法的；及台北地方法院裁定航發會決定投資高鐵45億的董事會決議，因為召集程序不合法而無效的二個案子即可看出，當初交通部、航發會如果有政府律師，並先徵詢政府律師的意見，就絕對不會此二案例情形的出現。更何況如前所述，法治先進的美國將行政機關配有政府律師的情形視為理所當然，均足以證明在目前法治社會，政府行政機關確有設置政府律師的必要。所以關於與民爭利之嫌和目前公務員和律師屬不同法律規範的杆格之處，均是在設置政府律師制度過程中會出現而必須克服的難題，都與政府律師設置的必要性無關。

至於關於在我國訴訟體制下，政府機關有訴訟時儘可委任私人或私人律師出庭的疑慮，我們回顧美國在1870年之所以要設置司法部的理由，即足以釋疑。在1870年之前，美國雖有「律師總長」（Attorney General）之設，負責美國聯邦政府的法律事務工作，但實際上，很多政府的法律工作則是由各政府機關外包給外面私人律師進行的，這樣的結果導致政府機關的法律主張和政策立場出現互不一致的情形，而且易受各機關首長個人想法左右，而做出有利機關首長的法律主張。更重要的是，外聘律師的費用高昂，如設置司法部來統一法律工作事權，對政府的有限的經費預算將有很大助益。所以，從美國的歷史發展來看，政府律師的確有設置的必要。另外如考慮政府機關將法律工作委任外面律師執行，如果該法律工作項目龐大複雜，如國防部軍購案，律師所收費用如超過政府採購法的限制，則必須公開招標決定，如此在案件時效確有妨礙。因此，政府機關的法律工作是否可以委任私人或私人律師處理，亦不是政府律設置必要性的決定因素。惟此一觀點之真意如係從經濟觀點出發，亦即認為因我國政府機關不管是被訴或起訴之案件數量，或者須委任私人律師處理的法律工作數量尚未達到需要設置政府律師的規模的話，則我國各級政府機關每年法律事務工作，不論出庭訴訟或法律諮詢部分都沒有一個實證統計資料，其數量質量是否達到需要設置政府律師的規模則確實是值得考量之處，因此建請法務部應速對各級政府行政機關做此一方面的問卷調查，俾利決定是否有設置政府律師的必要，及其後如確有設置必要，則政府律師的架構、規模應如何配置的參考。

2、 政府律師的組織架構
美國聯邦政府律師組織架構原則上是依法律工作項目而異其編組，易言之，出庭訴訟的工作原則上是由司法部負責，法律諮詢工作則由各部會機關的法務總長辦公室負責，但很多獨立行政機關仍然保有由自己機關律師出庭訴訟的權力。這種組織架構原則上有其優點和現實的考量。例如，將訴訟工作集中於司法部，將使美國行政部門的法律和政策主張得以一貫，符合經濟效率的要求。而將法律諮詢的工作分散由各行政部會機關自行負責，則有司法部長在現代政府職能多元化的時代，無能監督所有部會法律工作的現實考量，以及尊重專業、多元意見得以呈現，進而得以制定更完善政策等優點。但實則，不論是訴訟工作架構統一的原則和例外，以及法律諮詢工作事權的分散，實則和美國三權分立中，立法權的國會和行政權的總統政治角力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換言之，各行政部會機關法務總長辦公室法律工作權限的倚重，意味著國會立法權力的強化。反之，司法部法律工作權限的集中，代表著總統行政權力的擴大。因此在美國，司法部和各行政部會機關法務總長辦公室關於法律工作權限的分配，與其說是權衡利弊得失所得出的一個理性結果，倒不如說是國會和總統之間權力角力下的產品來得精準。

雖說如此，在排除美國政府律師的組織架構的歷史發展和政治因素之後，其等組織架構的理由構成，仍不無供做我國建置政府律師制度的參考。事權統一的優點，在於政府整體上的法律立場得以一貫，並有經濟效率的優點，但缺乏彈性，無法因事制宜，靈活快速的應變則是其缺點。並有效率迅速的處理案件。事權分散的優、缺點則剛好相反。這中間的取捨是困難的。但如參考：（1）美國各級地方政府律師辦公室的工作架構是集中統一，或者是說有事權集中的傾向，其原因除上述事權集中優點的考量之外，地方政府的法律工作規模並不像聯邦政府那麼龐大複雜亦是重要原因之一。及（2）美國聯邦政府律師辦公室法律工作事權是統一或分散，亦係依法律工作是出庭訴訟或法律諮詢不同項目和性質來決定等理由，我國在建置政府律師的組織架構時，似應先考量各機關法務工作的需求規模和各法律事務工作項目的數量和質量，以作為決定要將政府律師集中於一個機關或分散各個行政機關的依據。因此，建請法務部應就此部分調查統計以為政府律師制度擬定的參考。

3、 政府律師的管理

美國政府律師一定是律師，一定具備某州律師公會的會員資格，所有該律師公會會員的權利、義務，從入會登錄、會費的繳交、在職訓練（Continuing Legal Education, 簡稱CLE）的參與，到違反律師執業倫理規範須被移付懲戒等，政府律師均和一般律師無異。另外，政府律師如違反所屬機關內公務員相關行政守則時，亦會被所屬機關懲戒，甚至隨時可能被解僱。除聯邦政府的政府律師尚能依美國聯邦法典第5章相關規定，有一些公務員身分上的保障之外，各級地方政府的政府律師基本上是沒什麼公務員身分上的保障。而且同一行為，可被視為違反律師執業倫理規範和公務員行政守則的不當行為，而可以同時被律師公會懲戒和所屬機關懲處，並沒有「一事不兩罰」原則的適用。這主要是因為律師公會和所屬行政機關各有其管理上之必要，律師的懲戒是要決定被懲戒的律師是否品行、能力上足夠擔任律師，公務員的懲處則是行政管理的手段，司法管轄權並不相同之故。所以美國政府律師同時受有所屬律師公會和機關的管理，並不相違背。所以法務部所提出關於律師法的修正草案，其中增列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具有律師資格之公務員，經所任職之公務機關報請法務部核准後，得以政府律師的名義，對外代表所任職之機關，執行律師職務，不適用第六條、第七條之一及第七條之二之規定。」亦即排除政府律師加入律師公會的規定與前開美國現有政府律師的管理體制並不符合，亦為報告人所認為不宜的。蓋政府律師既為律師一員，自應加入律師公會，以公會團體的力量約束其行為，並決定其是否適任律師。況且政府律師若未加入律師公會，將只是行政機關底下的一名普通公務員，將無由彰顯其律師的性格，畢竟律師追求公平正義的性格對政府律師角色是否能夠稱職的發揮，仍具相當大的影響力。惟須注意者，乃美國各州的律師公會是受各州最高法院監督管理，律師公會所訂的各項規章，均要送各州最高法院審核。而律師懲戒事項，亦屬準刑事司法事件，懲戒檢察官的指定和對懲戒委員會關於懲戒的決定，被懲戒人或懲戒檢察官有不服時，均由法院為之和判決。這些和我國律師和律師公會的管理體系都是不一樣的，因此，在建置政府律師體制的同時，對於我國律師和律師公會應如何配置管理似也有一併檢討的必要。

另外，我們從本報告的表二中可以發現，聯邦行政部機關的政府律師的薪水雖沒一般私人執業律師豐厚，但平均年薪仍有十一、二萬美金的水準，這比起美國政府一般公務員的薪水來說，還是算相當不不錯的，因此為吸引優秀人材加入政府律師的行列，將來我國政府律師的薪資至少應在一般公務員的平均水準之上，如此對政府律師制度的建立相信必有正面的加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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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前二註所引之文及資料


� 此乃與筆者訪談的華盛頓州助理州檢察官Quentin Yerxa先生之用語。


� 參見美國律師公會網頁http://www.abanet.org/marketresearch/lawyerdem2004.pdf


� 參Clara N.Carson 所編之“The Lawyer Statistical Report，The U.S. Legal Profession in 1995”American Bar Foundation(1999),p6-7 （以下稱The Lawyer Statistical Report）


� 參紐約州律師公會律師事務所組織及管理法特別委員會（the New York State Bar Association Special Committee on the Law Governing Firm Structure and Operation）於西元二千年四月所出版之報告”PRESERVING THE CORE VALUES OF THE AMERICAN LEGAL PROFESSION. The Place of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in the Law Governing Lawyers 中之註145，網頁請見 http://www.law.cornell.edu/ethics/mdp1.htm#chapt3_6


� 美國律師公會法學教育和入會部（ABA Section of Legal Education and Admission to the Bar）, “Leg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 Educational Continuum,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Law School and the Profession: Narrowing the Gap”(Chicago , 1992), P.96, （以下本報告簡稱為”MacCrate Report”）


� 參前註MacCrate Report，p,97。其中在同頁註238中，作者提到此統計數字，遠比The Lawyer Statistical Report即本文表一中之統計數字大很多的原因，在於The Lawyer Statistical Report是根據Matinadale-Hubbell所編的律師名錄（directory）之資料，然因很多受僱政府機關的律師並未將其受僱政府機關的資訊告知，故導致The Lawyer Statistical Report在統計政府律師的數目上出現很大落差。


� 參MacCrate Report，p,98及該頁之註240


� 參MacCrate Report，p,98


� 見Gerard J. Clar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Legal Profession in Year 2000”, Suffolk University Law School Faculty Publications”, 2000, p.13。網頁請參照http://lsr.nellco.org/suffolk/fp/papers/10


�參MacCrate Report，p,99


�參MacCrate Report，p,100


� 參美國律師公會網頁http://www.nalp.org/assets/190_fedemplguide2005.pdf


� 同註18，p11


� 同前註，P.22


� 參美國司法部網頁http://www.usdoj.gov/oarm/arm/hp/hpsalary.htm#a


� amicus curiae係拉丁文，意思是法院之友，該人並非訴訟的當事人，而是因與該案有重大利害關係，乃申請法院或經法院請求提出法律意見。譯自Black's Law Dictionary (8th ed. 2004) 。


� 參美國聯邦檢察官網站首頁http://www.usdoj.gov/usao/


� 28 U.S.C. §547


�參美國聯邦檢察官網站首頁http://www.usdoj.gov/usao/


� 引自美國司法部網站，http://www.usdoj.gov/dojorg.htm


� 有的部會並未使用General Counsel此一名稱，而係稱為Solicitor，如內政部（Department of Interior）、勞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等即是。


� 聯邦政府依5 USC 101的規定，共有十五部。但司法部並無法務總長之設，故只有十四個部。


� 各主要部會法務總長辦公室僱用律師的人數，請參照本報告之表二。 


� 景郡檢察官的名稱與我們常聽到的地方檢察官（District Attorney）不同，惟其職務內容與其他州郡檢察官的工作並無不同。而一般熟知的助理檢察官(Assistant District Attorney)，在景郡係稱為Deputy Prosecuting Attorney


� 參Charles W. Wolfram著”Modern Legal Ethics”, West Publishing Co., 1986, p.851


� 參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九十二年十二月，由林宜男主持之“我國參加WTO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制度因應之研究”第四章第一節，第87頁，註115，網頁請參見http://www.exam.gov.tw/ebook/sssub_list.asp?Vcode=1001&Vcode1=1015&Vcode2=1107&Rnd=0.1919727


� 參Nathan M. Crystal所著”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Problems of Practice and the Profession third edition”, Aspen Publishers, p34（2004）


� 參同註41考試院報告，第89至91頁。


� 參同註41，考試院報告第91頁。


� 參John F. Sutton, Jr, John S. Dzienkowski合著”Cases and Materials on the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of Lawyers”, West Group A Thomson Company, 2nd Edition 2002, p604.


� Ex parte Puckett案，603 So.2d 908（Ala.,1992）


� Konigsberg v. State Bar of California, 353 U.S.252，263-264(1957),引自Nathan M. Crystal所著”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Problems of Practice and the Profession third edition”, Aspen Publishers, 2004, p34, 註78


� 參John F. Sutton, Jr, John S. Dzienkowski合著”Cases and Materials on the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of Lawyers”, West Group A Thomson Company, 2nd Edition 2002, p612


� 參Susan R. Martyn 及Lawrence J. Fox合著之”Traversing the Ethical Minefield ，Problems, Law,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spen Publishers, p,30(2004)


� 參Ronald D. Rotunda 所著”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 Student Guide”,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 2002, p.749


� 參Schware v. Board of Bar Examiners案, 353 U.S. 232(1957)。


� 參Law Students Civil Rights Research Council, Inc. v.Wadmond案, 401 U.S. 154(1971)


� 參Deborah L. Rhode, “Moral Character as a Professional Credential”, 94 Yale L.J. 491(1985), 引自Nathan M. Crystal所著”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Problems of Practice and the Profession third edition”, Aspen Publishers, 2004, p35


�Susan R. Martyn 及Lawrence J. Fox合著之”Traversing the Ethical Minefield ，Problems, Law,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spen Publishers, p,29(2004)


� 413 U.S. 717(1973)


� 470 U.S. 274(1985)


� 參見Fraiser v. Heebe, 482 U.S. 641(1987)一案，本案係美國聯邦第五上訴法院不認為居民資格的限制有違美國聯憲法特權及豁免條款的保障，經上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而被撤銷改判。


� 如Supreme Court of Virginia v. Friedman, 487 U.S. 59(1988)，及Barnard v. Thorstenn, 489 U.S. 546(1989)等案件。


� Michael Herz所著” The Attorney Praticular: Governmental Role of the Agency General Counsel”,,收於Cornell W. Clayton 所編”Government Lawyers The Federal Legal Bureaucracy and Presidential Politics”, p147-148,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5)


�參Lynne M. Ross 所編之”State Attorney General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 General, p.15


� 同前註，p.20


� 同前註，p.23


� 參美國律師公會出版的聯邦法律工作機會指引（Federal Leg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Guide），2005年，第四頁，網頁請參見http://www.nalp.org/assets/190_fedemplguide2005.pdf


� 美國第一屆國會僅創設了國務院、戰爭部和財政部三大部，直至美國國會認為聯邦政府的法律工作須有專人來負責，始在1789年司法法（Judiciary Act）如創設了司法部長（Attorney General）此一職位，故司法部長是早於司法部的成立，所以在司法部成立以前，其職稱似不宜譯為司法部長，而應譯為「律師總長」。


� 參Michael Herz所著” The Attorney Praticular: Governmental Role of the Agency General Counsel”,,收於Cornell W. Clayton 所編”Government Lawyers The Federal Legal Bureaucracy and Presidential Politics”, p146,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5)


� 參前註所引之文p146及註12。


� 三月三日法（Act of March 3, 1933），Pub.L. No. 72-428


� Executive Order No. 6166(June 10, 1933)


� 依美國聯邦法典第28章第516條（28 U.S.C. §516）規定，除非其他法律規定，在以美國政府、政府機關或政府官員為一造當事人的訴訟，或該訴訟涉有美國政府、政府機關或政府官員的利益的所有訴訟行為，在司法部長的監督之下，由該部的官員負責。另外同章第519條亦規定，除非其他法律規定，司法部長應指定美國聯邦檢察官、美國助理聯邦檢察官或依本章第543條所指派的特別檢察官處理其等各別負責的以美國政府、行政機關或政府官員為一造當事人的訴訟事務。


� 美國聯邦法典第5章第3106條（5 U.S.C. §3106）規定，除非其他法律規定，行政部門或軍事部門的首長，就以美國政府、行政機關或僱員為一造當事人的訴訟，或該訴訟涉有美國政府、行政機關或僱員利益時，應將該訴訟移請司法部處理，不得自行聘請律師出庭訴訟。


� 參Neal Devins所著” Unitariness and Independence: Solicitor General Control over Independent Agency Litigation”, 82 Cal. L. Rev.255, 263-264, 269-270(1994)。另前任司法部長Griffin Bell在1982年曾憂慮的指出，有三十一個聯邦政府行政機關，至少就他們機關的部分訴訟有出庭訴訟的權力。


� 在1988年至1993年間，超過百分之六十一的環保犯罪的追訴係經環保署調查所移轉的，有百分之三十四的環保犯罪追訴則是司法部自行調查蒐證而起訴的，其中絕大部分即來自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 Judson W. Starr著之”Turbulent Times at Justice and EPA: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Prosecutions and the Work that Remains” 59 Geo. Wash. L. Rev. 900, 907(1991)，本篇所統計資料是1979至1981年間。


� 根據2002年3月18日財富雜誌（Fortune）第60頁的統計，從1992年到2001年間，證券交易委員會總共移請司法部偵辦的刑事案件有609件，司法部因而處理的共有525件，但真正起訴的不到百分之三十六。


� 參美國聯邦檢察官執業手冊（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第5-12-111(b)條


� 各行政機關移送司法部的程序因機關而異。如食物和藥品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是由地區辦公室調查準備相關事證公文後，由首席律師辦公室（the Office of the Chief Counsel） 審核後，簽名於地區辦公室卷首上後發文給司法部。而環保署在1970和1980年代，必須由署本部審核後始能發文，但1988年以後，即改由地區辦公室直接備文給司法部，但必須副知署本部。


� 參29 U.S.C. § 663、§ 2005（a）及 § 2617（b）


� 參15 U.S.C. §§77t(b)-(d), 78u(c)-(e)


� 證券交易委員會共有五位委員，每位委員都是經由總統提名，參議院同意後任命。每位委員的任期五年，並由總統指定一名為主任委員。且為保持委員的中立，不得有三位以上的委員是同屬同一政黨。


� 參Neal Devins & Michael Herz合著之”The Unease Case for Department of Justice Control of Federal Litigation”, 5 U. Pa. J. Const. L. 558, p.568；及Michael Herz所著” The Attorney Praticular: Governmental Role of the Agency General Counsel”,,收於Cornell W. Clayton 所編”Government Lawyers The Federal Legal Bureaucracy and Presidential Politics”, p146-147,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5)


� 美國總統第12146號行政命令及美國聯邦法典第28章第509條。引自前註Neal Devins & Michael Herz合著之文，p568-569;


� 參Michael Herz所著” The Attorney Praticular: Governmental Role of the Agency General Counsel”,,收於Cornell W. Clayton 所編”Government Lawyers The Federal Legal Bureaucracy and Presidential Politics”, p164-169,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5)


� 參Thomas O. McGarity所著”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ttorneys in Regulatory Agency Rulemaking”, 61 Law & Contemp. Probs. 19 (Winter 1998), 22-31。網頁請參照http://www.law.duke.edu/shell/cite.pl?61+Law+&+Contemp.+Probs.+19+(Winter+1998)


� 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467 U.S. 837 (1984).


� 該判決原文如下：


「When a court reviews an agency's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ute which it administers, it is confronted with two questions. First, always,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Congress has directly spoken to the precise question at issue. If the intent of Congress is clear, that is the end of the matter; for the court, as well as the agency, must give effect to the unambiguously expressed intent of Congress. If, however, the court determines Congress has not directly addressed the precise question at issue, the court does not simply impose its own construction on the statute, as would be necessary in the absence of an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 Rather, if the statute is silent or ambiguous with respect to the specific issue, the question for the court is whether the agency's answer is based on a permissibl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ute.」


� 參前註所引判決本文後段，即國會未制定相關法規或所制定的法規模糊不清時，雖尊重行政機關所為的解釋，但法院仍要審查行政機關所做的解釋是否基於法規所允許的合理解釋。


� 本節請參照Michael Herz所著” The Attorney Praticular: Governmental Role of the Agency General Counsel”,,收於Cornell W. Clayton 所編”Government Lawyers The Federal Legal Bureaucracy and Presidential Politics”, p159-162,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5)


�參Lynne M. Ross 所編之”State Attorney General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 General, p.51-52 (1990)


� 參前註所引之書，p53-54


� 參Monroe Freedman所著 “Understanding Lawyers’ Ethics” NY : M. Bender, 1990, p.71-73


� 參Catherine J. Lanctot所著”The Duty of Zealous Advocacy and the Ethic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Lawyer: The Three Hardest Questions”, 64 S.Cal.L.Rev. 951, p955-957


� 295 U.S. 78


� 參照職業責任模範準則EC-74(1981)


� Charles Fahy著”Special Ethical Problems of Counsel for the Government”, 33 Fed. B.J.331,at p332(1974),  引自Roger C. Cramton 所著”The Lawyer as Whistleblower: Confidentiality and Government Lawyer”, 5 Geo. J. Legal Ethics 291（1991）, 註36


� 參Jack B. Weinstein &Gay A. Crosthwait合著之”Some Reflection on Conflicts Between Government Attorneys and Clients”, 1 Touro L. Rev 1, p 11-12, 引自Nathan M. Crystal所著”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Problems of Practice and the Profession third edition”, Aspen Publishers, 2004, p575


� 此例並非發生在政府律師的情形，但援引此例僅在說明律師如何濫用權利。引自Jesselyn Radack所著” The Government Attorney- Whistleblower and the Rule of Confidentiality:Compatible at Last”, 17 Georgetown Journal of Legal Ethics 125, p133及註62


� 參Gerffrey P. Miller著’Government Lawyers’ Ethics in a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54 U. Chi. L. Rev 1293, p1294


�參Catherine J. Lanctot所著”The Duty of Zealous Advocacy and the Ethic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Lawyer: The Three Hardest Questions”, 64 S.Cal.L.Rev. 951, p1013-1015；及同前註，p。295


� 參Jonathan R. Macey & Geoffrey P. Miller合著”Reflections on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in a Regulatory State”, 63 Geo. Wash. L. Rev. 1105, at 1116-1120(1995)


�參Steven K. Berenson所著”Public Lawyer, Private Values: Can, Should, and Will Government Lawyers Serve the Public Interest?”, 41 B. C. L. Rev 789, at 817-821(2000)


� 參Jeffrey Rosenthal所著” Who Is the Client of the Government Lawyer?”，收於Patricia E. Salkin所編之” Ethical Standards in the Public Sector: A Guide for Government Lawyers, Clients, and Public Officials”, Section of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Law,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p16-18(1999)


� 參Note所著”Rethinking the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of Federal Agency Lawyers”, 115 Harvard Law Review 1170, p.1178(2002)


� 參Kristina Hammond所著”Plugging the Leaks:Applying the Model Rules to Leaks Made by Government Lawyers”, 18 Geo. J. Legal Ethics 783, at 789(2005)


�參Gerffrey P. Miller著’Government Lawyers’ Ethics in a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54 U. Chi. L. Rev 1293, p1296；及Joshua Panas所著” The Miguel Estrada Confirmation Hearing and the Client of a Government Lawyer”, 17 Geo. J. Legal Ethics 541, at 554(2004)


�參Kristina Hammond所著”Plugging the Leaks:Applying the Model Rules to Leaks Made by Government Lawyers”, 18 Geo. J. Legal Ethics 783, at 786(2005)


�參Catherine J. Lanctot所著”The Duty of Zealous Advocacy and the Ethic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Lawyer: The Three Hardest Questions”, 64 S.Cal.L.Rev. 951。


� 同前註；另參Michael Stokes Paulsen所著”Hell, Handbasket, and Government Lawyers: The Duty of Loyalty and Its Limits, 61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83, at 85(1998 winter issue)


� 參Note所著”Rethinking the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of Federal Agency Lawyers”, 115 Harvard Law Review 1170, p.1174-1175(2002)


�參Jeffrey Rosenthal所著” Who Is the Client of the Government Lawyer?”，收於Patricia E. Salkin所編之” Ethical Standards in the Public Sector: A Guide for Government Lawyers, Clients, and Public Officials”, Section of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Law,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p22(1999)


�參Roger C. Cramton 所著”The Lawyer as Whistleblower: Confidentiality and Government Lawyer”, 5 Geo. J. Legal Ethics 291, at p300-301（1991）及該文註63-65


� 同前註p300


� 參Kristina Hammond所著”Plugging the Leaks:Applying the Model Rules to Leaks Made by Government Lawyers”, 18 Geo. J. Legal Ethics 783, at 789(2005);及J Nick Badgerow 所著”Walking the Line: Government Lawyer Ethics”, 12 Kansas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437, at 437-438(2003)。另外此位學者在同篇文章中亦表示肯薩斯州律師職業行為規則第1.13(a)規定，在政府機關任職的律師是代表該機關。


�參Roger C. Cramton 所著”The Lawyer as Whistleblower: Confidentiality and Government Lawyer”, 5 Geo. J. Legal Ethics 291, at p301及304（1991）。及Joshua Panas所著” The Miguel Estrada Confirmation Hearing and the Client of a Government Lawyer”, 17 Geo. J. Legal Ethics 541, at 561(2004)及同文註115及註116。這些法規包括如5 USC §7351（送禮給上級長官的限制）5 C.F.R. 2635.101（行政部門僱員行為倫理準則）等


� Joshua Panas所著” The Miguel Estrada Confirmation Hearing and the Client of a Government Lawyer”, 17 Geo. J. Legal Ethics 541, at 561(2004)


� 152 F. Supp. 2d 276(S.D.N.Y. 2001)


� 參Robert P. Lawry 所著“Who is the client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lawyer? An analysis of the wrong question.”, 35 Federal Bar Journal 61 


� 參Note所著”Rethinking the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of Federal Agency Lawyers”, 115 Harvard Law Review 1170(2002)


� 參�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780&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74127252&ReferencePosition=710" ��United States v. Nixon, 418 U.S. 683, 710 (1974)�


� 參�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350&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91204936&ReferencePosition=1428" ��Westinghouse Elec. Corp. v.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951 F.2d 1414, 1428�


� 參�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780&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81101939&ReferencePosition=389" ��Upjohn Co. v. United States, 449 U.S. 383, 389 (1981)�


�參Amanda J. Dickmann所著”In re Lindsey: A Needless Void in the Government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33 Indiana Law Review 291, 294(1999)


� 參Walter Pincus所著” No Clear Legal Answer: The Uncertain State of the Government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4 Gree Bag 2d 269, 269(2001),引自Patricia E. Salkin所著”Beware:What you say to your ﹝government﹞ lawyer may be held against you – the Erosion of government attorney-client confidentiality”, 35 Urban Lawyer 283, 283(2003)


� 如�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506&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98028872&ReferencePosition=356" �� Reed v. Baxter, 134 F.3d 351, 356 (6th Cir. 1998)�  (僅假設政府律師拒絕絕證言權存在，但並未在判決中明示); In re�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350&FindType=Y&SerialNum=1989136903" �� Grand Jury Subpoena, 886 F.2d 135 (6th Cir. 1989)� (假定政府實體，像市府經營的公司法人，可以主張律師拒絕言權);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350&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80112494&ReferencePosition=863" ��Coastal States Gas Corp. v. Department of Energy, 617 F.2d 854, 863 (D.C. Cir. 1980)� ; In re�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344&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98175484&ReferencePosition=694" �� Polypropylene Carpet Antitrust Litig., 181 F.R.D. 680, 694 (N.D. Ga. 1998)� (判決認為拒絕證言權可以適用在政府實體);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345&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96229415&ReferencePosition=499" ��Scott Paper Co. v. United States, 943 F. Supp. 489, 499 (E.D. Pa.)�, 及�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345&FindType=Y&SerialNum=1996210128" ��943 F. Supp. 501 (E.D. Pa. 1996)� (判決認為政府機關或國營公司主張拒絕言權的範圍應包括，該機關或公司內就該特定事項被授權的雇員或代理人與律師溝通事項在內)等案件。.


�參�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227&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64109881&ReferencePosition=310" �� People ex rel. Dep't of Pub. Works v. Glen Arms Estate, Inc., 41 Cal. Rptr. 303, 310 (Cal. Ct. App. 1964)� (判決認為決定政府機關的拒絕證言權和決定一般公司法人的拒絕證言權的方法相同);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735&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86146711&ReferencePosition=1029" ��City of Orlando v. Desjardins, 493 So.2d 1027, 1029 (Fla. 1986)� (判決認為律師拒絕證言權，在佛羅里達州的檔案公開法中有一項例外規定);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578&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85141474&ReferencePosition=1130" ��District Attorney v. Board of Selectmen, 481 N.E.2d 1128, 1130 (Mass. 1985)� (判決認為在會議公開法中有一項例外);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595&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77100655&ReferencePosition=624" ��Minneapolis Star & Tribune v. Housing & Redevelopment Auth., 251 N.W.2d 620, 624-25 (Minn. 1976)�;及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62&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90078415&ReferencePosition=455" ��Matter of Grand Jury Subpoenas Duces Tecum Served by Sussex County Grand Jury on Farber, 574 A.2d 449, 455 (N.J. Super. Ct. App. Div.�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62&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90078415&ReferencePosition=455" ��1989)� (判決中表示，給予公司法人律師拒絕證言權的想法理由，也同樣可以在公共實體的律律師拒言權上適用)以上二註分別引自Amanda J. Dickmann所著”In re Lindsey: A Needless Void in the Government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33 Indiana Law Review 291, 註45，46(1999)


�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345&FindType=Y&SerialNum=1983104877" ��556 F. Supp. 79 (N.D. Ind. 1982)�, 及�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350&FindType=Y&SerialNum=1984218252" ��734 F.2d 18 (7th Cir. 1984)�維持原判。


�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713&FindType=Y&SerialNum=1997037167" ��940 S.W.2d 720 (Tex. App. 1997)�


� 28 U.S.C. §592(1994)


� 112 F.3d 910 (8th Cir.1997)


� 28 U.S.C.§ 535(b)


� 5 F. Supp. 2d 21(D.D.C. 1998)


� 158 F. 3d 1263(D.C.Cir. 1998)


� 5 U.S.C. § 552(b)(5)


� 美國聯邦憲法第二章第三條


� 美國聯邦憲法第二章第一條第八項


� 美國聯邦憲法第六章第三項及28 U.S.C. 544


� 288 F. 3d 289 (7th Cir. 2002)


� 參Amanda J. Dickmann所著”In re Lindsey: A Needless Void in the Government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33 Indiana Law Review 291,p307-310


�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780&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74127252&ReferencePosition=713" �� 418 U.S. 683, 713-14 (1974)�.


� 根據美國聯邦憲法分權原則賦予行政官員的一種特權。它免除行政官員公開某些情況的義務。這種免除是為保持政府運行而必須處理高度重要的行政職責時所必需的。它不僅是免除公開軍事和外交秘密的義務，還包括免除公開政府各部門間有關國內事務的決策的文件的義務。引自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詞典”，法律出版社，p.509(1st edition 2003)


� 參� HYPERLINK "http://web2.westlaw.com/find/default.wl?DB=PROFILER%2DWLD&DocName=0319230101&FindType=h&AP=&mt=LawSchoolPractitioner&fn=_top&sv=Split&vr=2.0&rs=WLW5.11" \t "_top" �Adam M. Chud�所著”IN DEFENSE OF THE GOVERNMENT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84 Cornell L. Rev. 1682，p 1728-1731(1999)


� 參Patricia E. Salkin所著”Beware:What you say to your ﹝government﹞ lawyer may be held against you – the Erosion of government attorney-client confidentiality”, 35 Urban Lawyer 283, p.303(2003)


� 參美國律師公會律師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1.6條評論﹝3﹞


� 參Roger C. Cramton 所著”The Lawyer as Whistleblower: Confidentiality and Government Lawyer”, 5 Geo. J. Legal Ethics 291, p294-295（1991）


� 5 U.S.C. §552


� 如�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26USCAS6103&FindType=L" ��26 U.S.C. § 6103�,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26USCAS6104&FindType=L" ��6104�,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26USCAS6108&FindType=L" ��6108�,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26USCAS6110&FindType=L" ��6110 �;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5USCAS552&FindType=L" ��5 U.S.C. § 552�,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5USCAS552&FindType=L" ��552(a)�;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18USCAS1905&FindType=L" ��18 U.S.C. § 1905 �


� 如18 U.S.C. § 205(禁上政府雇員擔任涉及美國政府或哥倫比亞特區訴訟另一造當事人的律師)；18 U.S.C. §207（政府律師和一般私人律師之間轉任的限制規）；18 U.S.C. §208（財務利益衝突）


� Zacarias Moussaoui已於二ΟΟ一年十二月，經維吉尼亞州大陪審團起訴六項陰謀進行西元二ΟΟ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活動的聯邦犯罪，並被聯邦檢察官求處死刑。


� 參Amanda Ripley & Maggie Sieger 報導”The Special Agent”,刊於時代雜誌2002年12月30日 


� 參Charles S. Doskow所著” The Government Attorney and the Right to Blow the Whistle: The Cindy Ossias Case and Its Aftermath(A Two-Year Jouney to Nowhere), 25 Whittier Law Review 21, p24-25


� 筆者自加，以助理解


� 未採用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為範本的八州分別是加州、愛荷華州、緬因州、內布拉斯加州、紐約州、俄懷俄州、奧瑞岡州及田納西州，引自Jesselyn Radack所著” The Government Attorney- Whistleblower and the Rule of Confidentiality:Compatible at Last”, 17 Georgetown Journal of Legal Ethics 125, p130及註36


� 參前註所引之文註37


� 參前註所之文p.130及註39


� 康乃迪克州、新罕普什爾州和新墨西哥州。引自前註所引之文註41


� 亞歷桑那州、阿肯薩州、科羅拉多州、喬治亞州、愛達荷州、伊利諾州、印地安那州、愛華州、肯薩斯州、緬因州、密西根州、明尼蘇達州、密西西比州、內布拉斯加州、紐約州、北卡羅納州、俄懷俄州、奧克拉馬州、奧瑞岡州、南卡羅納州、田納西州、佛蒙特州、西維吉尼亞州和懷俄明州。引自前註所引之文註42


� 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馬里蘭州、麻州、北達科達、猶他州。引自前註所引之文註43


� 內華達州、賓州、德州。引自前註所引之文註44


� 新澤西州和威斯康辛州規定為避免刑事犯罪和非刑事詐欺情事，律師必須揭發當事人機密。佛羅里達州和維吉尼亞州則規定為避免任何刑事犯罪，包括刑事詐欺，律師有揭發當事人機密的義務。引自前註所引之文註45


� 全名為美國律師公會職業行為規則評估委員會（The ABA Commission on Evaluation of the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 見變更條文解釋報告中之第1.6條修正草案（Proposed Rule 1.6, Reporter's Explanation of Changes），網頁請參照http://www.abanet.org/cpr/e2k-rule16rem.html


� 該條文原文如下：


(a) A lawyer shall not reveal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client unless the client gives informed consent, the disclosure is impliedly authorized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representation, or the disclosure is permitted by paragraph (b). 


(b) A lawyer may reveal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client to the extent the lawyer reasonably believes necessary: 


	(1) to prevent reasonably certain death or substantial bodily harm; 


	(2) to secure legal advice about the lawyer's compliance with these Rules; 


	(3) to establish a claim or defense on behalf of the lawyer in a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lawyer and the client, to establish a defense to a criminal charge or civil claim against the lawyer based upon conduct in which the client was involved, or to respond to allegations in any proceeding concerning the lawyer's representation of the client; or


     (4) to comply with other law or a court order.


� 本條文在二ΟΟ三年修正，在（b）項中增列（2）「為避免當事人犯罪或從事合理確信會傷害第三者財產或經濟利益的詐欺行為」；及（3）「為避免、減輕、更正對第三者財產或經濟利益所造成重大損害」二項例外情形，並將原（b）（2）、（b）(3)、(b)(4)三項條文往後移置為（b）（4）、（b）(5)、(b)(6)


� 參Michael C. Dorf,所著”Debate Over an ABA Legal Ethics Rule Underscores Lawyers' Competing Obligations to Keep Secret and to Disclose”，2001年8月9日，請參照http://writ.corporate.findlaw.com/dorf/20010809.html


� Pub. L. No. 101-12, 103 Stat. 1111(1989),(已被編入美國聯邦法典第五編各節)。原本美國國會在1988年10月26日即已通過此法，並送請當時即將卸任的雷根總統簽署，但遭雷根總統擱置否決（pocket-veto）。美國國會乃又在1989年3月16日無異議通過本法，再送請布希總統簽署後，正式生效成為法律。


� 除了吹哨者保護法之外，七項與環境有關的法律也包括了吹哨者條款（whistleblower clauses）。如1977年空氣清潔法（Clean Air Act）§ 312, 編入�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42USCAS7622&FindType=L" ��42 U.S.C. § 7622 (2003)�;1980年環境綜合反應賠償責任法（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 Liability Act）§ 110,編入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42USCAS9610&FindType=L" ��42 U.S.C. §  9610 (2003)�; 1972年聯邦水污染控制法（Feder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 § 2, 編入�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33USCAS1367&FindType=L" ��33 U.S.C. §  1367 (2003)�; 飲水安全法（Safe Drinking Water Act）§ 2,編入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42USCAS300J-9&FindType=L" ��42 U.S.C. §  300j-9(i) (2003)�; 1976年資源保存復原法（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 2, 編入�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42USCAS6971&FindType=L" ��42 U.S.C. §  6971 (2003)� ;有毒物質控制法（Toxic Substance Control Act）§ 23,編入�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15USCAS2622&FindType=L" ��15 U.S.C. §  2622 (2003)�; 1974年能源重組法（Energy Reorganization Act）,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42USCAS5851&FindType=L" ��42 U.S.C. §  5851�。 


� 5 U.S.C.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5USCAS2302&FindType=L" ��5 U.S.C. §  2302(b)(8)(A)(i)-(ii)�，原文為：


(A) any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by an employee or applicant which the employee or applicant reasonably believes evidences--


	(i) a violation of any law, rule, or regulation, or 


	(ii) gross mismanagement, a gross waste of funds, an abuse of authority, or a substantial and specific danger to public health or safety ...


�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5USCAS2302&FindType=L" ��5 U.S.C. § 2302(b)(8)�，原文為：


(b) Any employee who has authority to take, direct others to take, recommend, or approve any personnel action, shall not, with respect to such authority—


(8) take or fail to take, or threaten to take or fail to take, a personnel action with respect to any employee or applicant for employment because of--


� 參Jesselyn Radack所著” The Government Attorney- Whistleblower and the Rule of Confidentiality:Compatible at Last”, 17 Georgetown Journal of Legal Ethics 125, p136


� 參照Charles S. Doskow所著” The Government Attorney and the Right to Blow the Whistle: The Cindy Ossias Case and Its Aftermath(A Two-Year Jouney to Nowhere), 25 Whittier Law Review 21, p40-42；及前註所引之文p139


� 本條修正案允許政府律師在經內部反應糾正仍無效時，得向上級監督機關或其他有權監督系爭事項的機關官員檢舉。同時該條規則，亦允許政府律向上開機關以外的揭發。網頁請參照� HYPERLINK "http://calbar.ca.gov/calbar/publiccomment/10-30-2001-2.html" ��http://calbar.ca.gov/calbar/publiccomment/10-30-2001-2.html�


� 加州最高法院以該條修正案和加州律師職業行為規則第6068(e)所規定的保密義務相衝突而予以否決。參Charles S. Doskow所著” The Government Attorney and the Right to Blow the Whistle: The Cindy Ossias Case and Its Aftermath(A Two-Year Jouney to Nowhere), 25 Whittier Law Review 21, p46


�參照前註所之引之文，p34


� 參Roger C. Cramton 所著”The Lawyer as Whistleblower: Confidentiality and Government Lawyer”, 5 Geo. J. Legal Ethics 291, p312


� 華盛頓特區律師公會律師職業規則第1.6(d)(2)(B)條，2002年


� 亦即依其他法律規定，有為一定行為的義務始該當。若其他法律僅是准許為一定行為，但並未強制為一定行為，為與不為之間，行為人仍有裁量的空間，即不該當。因此美國律師公會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1﹒6條所規定「為遵守其他法律」的範圍是比華盛頓特區律師公會的律師職業規則規定來的嚴格。


�參Jesselyn Radack所著” The Government Attorney- Whistleblower and the Rule of Confidentiality:Compatible at Last”, 17 Georgetown Journal of Legal Ethics 125, p140-143


� 本條原文如下：


(a)Except as law may otherwise expressly permit, a lawyer who has formerly served as a public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government:�(1)is subject to Rule 1.9(c); and�(2)shall not otherwise represent a client in connection with a matter in which the lawyer participated personally and substantially as a public officer or employee, unless the appropriate government agency gives its informed consent, confirmed in writing, to the representation.


(b)When a lawyer is disqualified from representation under paragraph (a), no lawyer in a firm with which that lawyer is associated may knowingly undertake or continue representation in such a matter unless:�(1)the disqualified lawyer is timely screened from any participation in the matter and is apportioned no part of the fee therefrom; and�(2)written notice is promptly given to the appropriate government agency to enable it to ascertain compli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rule.�(c)Except as law may otherwise expressly permit, a lawyer having information that the lawyer knows is confidential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bout a person acquired when the lawyer was a public officer or employee, may not represent a private client whose interests are adverse to that person in a matter in which the information could be used to the material disadvantage of that person. As used in this Rule, the term “confidential government information”means information that has been obtained under governmental authority and which, at the time this Rule is applied, the government is prohibited by law from disclosing to the public or has a legal privilege not to disclose and which is not otherwis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A firm with which that lawyer is associated may undertake or continue representation in the matter only if the disqualified lawyer is timely screened from any participation in the matter and is apportioned no part of the fee therefrom.�(d)Except as law may otherwise expressly permit, a lawyer currently serving as a public officer or employee:�(1)is subject to Rules 1.7 and 1.9; and�(2)shall not:�(i)participate in a matter in which the lawyer participated personally and substantially while in private practice or nongovernmental employment, unless the appropriate government agency gives its informed consent, confirmed in writing; or�(ii)negotiate for private employment with any person who is involved as a party or as lawyer for a party in a matter in which the lawyer is participating personally and substantially, except that a lawyer serving as a law clerk to a judge, other adjudicative officer or arbitrator may negotiate for private employment as permitted by Rule 1.12(b) an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stated in Rule 1.12(b).�(e)As used in this Rule, the term “matter” includes:�(1)any judicial or other proceeding, application, request for a ruling or other determination, contract, claim, controversy, investigation, charge, accusation, arrest or other particular matter involving a specific party or parties, and�(2)any other matter covered by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rules of the appropriate government agency.


� 見職業行為規則第1﹒11條之評論5


� 728 A. 2d 625(D.C. 1999)


� 參美國律師公會倫理和職業責任委員會第97-409號正式意見（Formal Op. 97-409）。


�見職業行為規則第1﹒11條之評論4


� 18 U.S.C. § 203，205


� 18 U.S.C. §208，209


� 如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見31 C.F.R. §10﹒25，及§10﹒26


� 18 U.S.C. §207；及Thomas D. Morgan所著”Appropriate Limits on Participation by a Former 


Agency Official in Matters Before the Agency” 1980 Duke Law Journal 1(本論文在討論政府倫理法的歷史)。引自Susan R. Martyn 及Lawrence J. Fox合著之”Traversing the Ethical Minefield ，Problems, Law,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spen Publishers, p345(2004)


� 18 U.S.C. §216


� 如Kessenich v.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n., 684 F. 2d 1193(D.C. Cir. 1982)


� 如Disc. Counsel v. Eilberg, 441 A. 2d 1193(Pa. 1982)，本案被懲戒的律師因違反18 U.S.C. § 203的規定，而被處以停業五年。


� 18 U.S.C. §207（a）（1），原文如下：


(a) Restrictions on all officers and employees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and certain other agencies.--


(1) Permanent restrictions on representation on particular matters.--Any person who is an officer or employee (including any special Government employee)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any independent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nd who, after the termination of his or her service or employ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knowingly makes, with the intent to influence, any communication to or appearance before any officer or employee of any department, agency, court, or court-marti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n behalf of any other person (except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in connection with a particular matter--


(A)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is a party or has a direct and substantial interest,


(B) in which the person participated personally and substantially as such officer or employee, and


(C) which involved a specific party or specific parties at the time of such participation,


shall be punished as provided in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18USCAS216&FindType=L" ��section 216� of this title.





� 通常在上訴程序中，經法院准許，由法院之友（amicus curiae）所準備提出的法律意見書。至於amicus curiae係拉丁文，意思是法院之友，該人並非訴訟的當事人，而是因與該案有重大利害關係，乃申請法院或經法院請求提出法律意見。翻自Black's Law Dictionary (8th ed. 2004) 。


� EEOC v. Exxon Corp.案, 202 F.3d 755(5th Cir. 2000)


� 18 U.S.C. §207（a）（2），原文如下：


(2) Two-year restrictions concerning particular matters under official responsibility.--Any person subject to the restrictions contained in paragraph (1) who, within 2 years after the termination of his or her service or employ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knowingly makes, with the intent to influence, any communication to or appearance before any officer or employee of any department, agency, court, or court-marti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n behalf of any other person (except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in connection with a particular matter--


(A)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is a party or has a direct and substantial interest,


(B) which such person knows or reasonably should know was actually pending under his or her official responsibility as such officer or employee within a period of 1 year before the termination of his or her service or employ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nd


(C) which involved a specific party or specific parties at the time it was so pending,


shall be punished as provided in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18USCAS216&FindType=L" ��section 216� of this title.


� United States v. Coleman案, 805 F. 2d 474(3d Cir. 1986)


� 18 U.S.C. §207（c），原文如下：


c) One-year restrictions on certain senior personnel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and independent agencies.--


1) Restrictions.--In addition to the restrictions set forth in subsections (a) and (b), any person who is an officer or employee (including any special Government employee)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an independent agency), who i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 and who, within 1 year after the termination of his or her service or employment as such officer or employee, knowingly makes, with the intent to influence, any communication to or appearance before any officer or employee of the department or agency in which such person served within 1 year before such termination, on behalf of any other person (except the United States), in connection with any matter on which such person seeks official action by any officer or employee of such department or agency, shall be punished as provided in �HYPERLINK "http://www.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dfa1.0&vr=2.0&DB=1000546&DocName=18USCAS216&FindType=L" ��section 216� of this title.


� 如加州政府法（Cal. Govt. Code）第87406條（d）（1）規定，政府律師離職一年內，不得代表任何人和其先前服務的機關交涉。另外，如紐約公職法（N.Y. Pub. Off. Law）第73（8）（a）（i）條則規定二年的限制。


� 如阿肯色州法（Ark. Code）第19-11-709（b）（1）規定，政府律師轉任私人律師之後，永遠不得參與。印地安那州法則只有一年的限制。（Ind. Code §4-2-6-11（d））


� 如俄懷俄州法（Ohio Rev. Code）第102.03(2)條；及德州水資源法（Tex. Water Code）第26﹒0283條。


� 參Susan R. Martyn 及Lawrence J. Fox合著之”Traversing the Ethical Minefield ，Problems, Law,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spen Publishers, p347(2004)


� 28 U.S.C. § 530B(a)，原文如下：


§ 530B. Ethical standards for attorneys for the Government


(a) An 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 shall be subject to State laws and rules, and local Federal court rules, governing attorneys in each State where such attorney engages in that attorney's duties, to the same extent and in the same manner as other attorneys in that State.


� 參Nathan M. Crystal所著”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Problems of Practice and the Profession third edition”, Aspen Publishers, p.42（2004）


� 參前註所引之書，p.46；及「執行律師懲戒模範規則」第16（C）項規定。


� 另外參Neal v. Hollingsworth, 992 S.W. 2d 771 (Ark. 1999)


� 390 U.S. 544(1968)


� 如In re Sealed Appellant, 194 F. 3d 666(5th Cir. 1999); Matter of Thalheim, 853 F. 2d 383 ( 5th Cir. 1988)。


� In re Smith, 123 F. Supp. 2d 351(N.D. Tex 2000), 並經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確認維持，275 F. 3d 42 (5th Cir. 2001)


� In re Cordova-Gonzales, 996 F.2d 1334(1st Cir. 1993); 及Rosenthan v. Matter of Briggs, 502 N.E. 2d 879 (Ind. 1987)二案


� 參執行律師懲戒模範規則第18(C)項規定。


� Spevack v. Klein, 385 U.S. 511(1967)


� 原文如下（引自http://www.abanet.org/cpr/disenf/rule9.html）：


Grounds for Discipline. It shall be a ground for discipline for a lawyer to: 


(1) violate or attempt to violate the [State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or any other rules of this jurisdiction regarding professional conduct of lawyers;�(2) engage in conduct violating applicable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of another jurisdiction;�(3) willfully violate a valid order of the court or the board imposing discipline, willfully fail to appear before disciplinary counsel for admonition pursuant to Rule 10(A)(5), willfully fail to comply with a subpoena validly issued under Rule 14, or knowingly fail to respond to a lawful demand from a disciplinary authority, except that this rule does not requir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otherwise protected by applicable rules relating to confidentiality. 


� 參該條後面的評論（commentary）


� 如In re Brass, 696 So. 2d 967(La. 1997)（律師付錢給調查員，請其介紹個人傷害及刑事案件，因而被處以停權二年半）；Emil v. Miss. Bar, 690 So. 2d 301(Miss. 1997)(律師請求高速公路巡邏警官轉介紹車禍傷害案件，並同意支付最終和解金百分之十五的酬勞，被處以無限期停權)，均引自Susan R. Martyn 及Lawrence J. Fox合著之”Traversing the Ethical Minefield ，Problems, Law,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spen Publishers, p,53-54及註44(2004)


� 雖然暴力不必然與律師的誠實及受信賴性有關係，如酒醉後在酒吧與打架鬧事，雖可視為脾氣暴烈。但嚴重的暴力犯罪則構成懲戒的理由。如Attorney Grievance Commision of Maryland v. Painter, 739 A.2d 24(1999),本案律師對其妻子、小孩連續施以身體暴力攻擊，法院援引加州、印地安那、及新澤西州的判決先例，認為該律師的家暴行為在道德上應受譴責（morally reprehensible），對司法行政有不利影響，且影響該律師的正常執業能力。引自Ronald D. Rotunda 所著”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 Student Guide”,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 p.782，註29（2002）


� 如受信託律師挪用信託基金或信託財產，或未經法律許可或信託人的授權擅以信託基金進行股市交易。


� 參第8﹒4條規則，評論〔2〕


� 766 A.2d 510(D.C. 2000)


� 742 N.E. 2d 612(Ohio 2001)


� Ronald D. Rotunda 所著”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 Student Guide”,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 p.782（2002）


� Grievance Administration v. Fride, 456 Mich. 234, 570 N.W. 2d 262(Mich.1997)


� 690 N.E. 2d. 1135(Ind. 1997)


� 36 F. Supp. 2d 1118(E.D. Ark.1999)


� 原文如下：


(e)state or imply an ability to influence improperly a government agency or official or to achieve results by means that violate the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or other law; or�(f)knowingly assist a judge or judicial officer in conduct that is a violation of applicable rules of judicial conduct or other law.


� 678 N.E. 2d 517(Ohio 1997)


� 596 A. 2d 313(R.I. 1991)


�各州所加列的事項，請參Susan R. Martyn 及Lawrence J. Fox合著之”Traversing the Ethical Minefield ，Problems, Law,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spen Publishers, p55(2004)


� 參Ronald D. Rotunda 所著”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 Student Guide”,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 p.784-787（2002）


� 見前註所引之書p.776


� 依「執行律師懲戒模範規則」第2（B）項規定，律師懲戒委員會的九位成員中，必須有三名非律師的成員。另第3條則規定，聽證會的三名成員中，必須有一位是非律師出身。


� 見「執行律師懲戒模範規則」第11條（G）項規定。


� 50 P. 3d 897(Colo.2002)


� 160 F. 3d 420(8th Cir. 1998)


� 如In re Brown, 906 P. 2d 1184(Cal. 1995); Disc. Counsel v. Campbell, 345 A. 2d 616(Pa. 1975)


� 美國聯邦憲法第四條中的聯邦法律效力最高條款（Supremacy Clause）對州法與聯邦法的衝突予以規範，而該條中的充分信任和尊重條款則調整州法之間的衝突。它要求每州對其他各州的公共法律（public acts）、案卷和司法程序應給予充分信任和尊重以承認其效力。上開解釋，引自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詞典”，法律出版社，p.588(1st edition 2003)


� 40 Fed. Appx. 613(1st Cir. 2002)


� 798 A 2d 1132(Md. 2002)


� 743 N.Y.S. 2d 519(A.D.2002)


� 該中心之網頁，請參照http://www.abanet.org/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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